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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荒、淨土、風雅：清末民初 

檳城極樂寺的文學書寫與文化想像 

鄭雅尹＊
 

摘 要 

檳城極樂寺初建於 1891年，祖庭為傳承臨濟、曹洞宗法脈的福建鼓山湧泉寺。

極樂寺的建立及其後的發展在東南亞漢傳佛教史上的意義非凡，另一方面，從清末

到民國，極樂寺累積豐富的碑刻，地方士紳與南來文人亦留下為數不少的詩文題詠。

因此極樂寺不僅具有宗教、政治意義，更成為重要的文化象徵。 

本文將以釋寶慈纂輯《鶴山極樂寺志》（1923）、清末民初南來文人與南洋僑紳

詩文集以中以極樂寺為題的漢詩文作品為主要材料，首先考察圍繞著極樂寺的文學

書寫中的兩個風雅系統：一是與鼓山湧泉寺聯繫起來的福建文士交遊群，一是南來

文人與南洋僑紳題詠群，接著探討這兩種文學群體在極樂寺相關題詠中所寄寓的家

國聯繫與文化想像，進而論析極樂寺充滿「華」的題詠空間中所帶來的華／夷、炎

荒／淨土等種種文化辯證，最後討論極樂寺相關漢詩文所形塑的地方感，不僅折射

出海洋、島嶼、中國、印度、英國種種幅湊與聯結，亦體現極樂寺在其特殊的地理

位置與歷史情境中，吞吐涵養其間，容納所有華夷紛陳的可能。 

關鍵詞：極樂寺、鶴山極樂寺志、檳城、南來文人、漢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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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Wilderness, Pure Land, Elegant 

Literature: Literary Writing and Cultural 

Imagination of Kek Lok Si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Jheng, Ya-Yin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In 1891, Kek Lok Si was established on the Malaysian island of Penang. Its ancestral 

court is the Yong Quan Temple in Gushan, Fujian Province, which inherits the lineage of 

the Lin-Ji and Cao Dong schools; it also ha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Buddhism. The Kek Lok Si Temple Gazetteer shows that the great 

inscriptions of poems and inscriptions of local gentry and literati from the south show that 

the temple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cultural symbol in addition to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e study examines the two systems of elegant literature that center around 

the temple: social circles of Fujian literati linked to the Gu Shan Yong Chien Temple and 

inscription societies of literati to the south and Nanyang gentries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poems of Kek Lok Si in Penang Sin Poe. The study then 

continues to investigate the family-country connection and cultural imaginations suggested 

by the two types of literary groups in the temple inscriptions. It then discusses the cultural 

dialectics between Chinese/barbarians, barbaric land/pure land, and so on. Kek Lok Si 

inscriptions are heavily “Chinese-oriented.” Finally, it discusses Kek Lok Si’s sense of 

place as shaped by Chinese poetry,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the various dimensions and 

connections of seas, islands,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but also expresses Kek 

Lok Si’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historical context, which enabled i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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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modate all the possibilitie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affairs. 

Keywords: Kek Lok Si, Temple gazetteer of Kek Lok Si, Penang, Literati to the 

South, Chinese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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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荒、淨土、風雅：清末民初 

檳城極樂寺的文學書寫與文化想像
＊
 

鄭雅尹 

一、前言 

位於馬來西亞檳城的極樂寺，初建於 1891 年，在 20 世紀初期發展成相當具有

規模的叢林寺院，祖庭為傳承臨濟、曹洞宗法脈的名剎福建鼓山湧泉寺。極樂寺的

建立及其後的發展在東南亞漢傳佛教史上的意義非凡，除了極樂寺乃馬來西亞第一

座漢傳佛教的正式廟宇外，其開山祖師妙蓮長老（1844-1906）於 1904 年到北京向

光緒皇帝請得《龍藏經》並獲封「欽命方丈」，亦很可能為漢傳佛教海外寺院的首創；

作為東南亞頗具規模的漢傳佛寺，極樂寺也成為南洋僑紳與清末民初南來文人在檳

城必定造訪的勝地，包括陳寶琛、康有為、張煜南、邱菽園、丘逢甲、章太炎等，

皆在極樂寺留下題詠與墨跡，而從《鶴山極樂寺志》1與當地重要報紙《檳城新報》

（1895-1941）更可以看到當地僑紳與南來文人留下的題詠作品不在少數。因此極樂

寺不僅具有宗教、政治意義，更成為重要的文化象徵。 

由於極樂寺在東南亞漢傳佛教發展史中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目前新馬、臺灣、

                                                 
＊

 本文的論題發想，緣起於 2019 年參加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馬來西亞

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主辦之「華夷風起：檳城文史研習營」（2019 年 7

月 7-13 日），期間至極樂寺進行田野調查；初稿發表於「日照高山：東亞文化意象與華文文學青年學

者論壇」（臺北：中央研究院、清華大學華文所，2020.12.11-12），承蒙林桂如教授、高嘉謙教授在會

議期間給予指點與建議；修改過程感謝邱怡瑄教授提供意見；最後，論文審查過程中承蒙匿名審查

人提供了寶貴意見與詳實的修改建議，特此一併致謝。 

1 釋寶慈：《鶴山極樂寺志》，收入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 99 冊（揚州：江蘇廣陵古

籍刻印社，2006）。本書全稱為「《鶴山極樂寺志》」，今一般通稱「《極樂寺志》」，本文引用《鶴山極

樂寺志》原文文獻一律依據廣陵書社影印本，為避免行文冗贅，下文引用一律作「《極樂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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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學界對於檳城極樂寺的研究成果頗眾。在佛教研究方面，侯坤宏從「祖庭

文化」的角度來討論極樂寺作為漢傳佛教海外傳播的特殊個案，認為極樂寺與祖庭

的關係已與過去不同，由於東南亞特殊的時空環境，使得極樂寺在發展過程中成為

具有當地色彩的漢傳佛寺，藉以重新審視祖庭文化的內涵。2陳秋平《移民與佛教：

英殖民時代的檳城佛教》一書則以海峽殖民地時期的宗教政策與移民史的角度探討

馬來西亞檳城佛教多元、融合、混同的發展軌跡，在這個佛教多元傳播的脈絡下，

漢傳佛教只是其中一支，在檳城當地的發展且晚於南傳佛教。陳秋平爬梳錫蘭佛教、

泰國佛教、緬甸佛教在馬來半島的傳播與影響，而漢傳佛教則是由福建移民帶來，

因此陳秋平從移民史的角度出發，探討極樂寺的福建佛教特色，並以極樂寺為例指

出漢傳佛教進入檳城以後，宗派色彩進一步的被淡化，無論僧人與在地信徒都不太

注重宗派的觀念，寺院的發展不僅僅是依據宗派傳承講經說法，而是表現於各種類

型的文化事業上。3在歷史研究方面，王琛發〈極樂寺《龍藏經》〉一文，4則從晚清

政局與歷史背景的角度來看 1904 年極樂寺獲光緒皇帝頒賜《龍藏經》的意義，清廷

此時積極攏絡南洋一帶僑領、建立海外華人對中國的向心力，極樂寺能於此時獲頒

《龍藏經》，反映晚清華僑政策的一個面向，亦相對強化了極樂寺於海外華人社會的

聲望，進而有裨於漢傳佛教的弘揚與傳播。宋燕鵬同樣從歷史學的角度考察極樂寺，

著意於極樂寺與檳城華人、中國文人的關係，在《馬來西亞華人史：權威、社群與

信仰》一書中從社會資源的角度討論極樂寺，指出極樂寺創建時期，捐贈資助的僑

紳多具有清朝官銜並涵蓋大馬南北，加上妙蓮上京請得《龍藏經》回山，皆成為極

樂寺奠定在海外華人社會影響力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本；5另一篇〈20 世紀英屬檳榔嶼

極樂寺與中國文人〉則特別處理極樂寺僧人與中國文人的交往，以及中國文人透過

詩文題刻如何塑造極樂寺的文化形象，使其成為南洋中華文化的載體。6新加坡學者

                                                 
2 侯坤宏：〈從鼓山湧泉寺到檳城極樂寺：漢傳佛教的一個海外分支〉，《法光》344（2018.5），第 2 版。 

3 陳秋平：《移民與佛教：英殖民時代的檳城佛教》（柔佛：南方學院，2004），頁 136。 

4 王琛發：〈極樂寺《龍藏經》：反映晚清華僑政策的一瞥〉，《無盡燈》18（1999.4），頁 27-31。 

5 宋燕鵬：《馬來西亞華人史：權威、社群與信仰》（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頁 114-119。 

6 宋燕鵬：〈20 世紀初英屬檳榔嶼極樂寺與中國文人〉，《海交史研究》3（2020.9），頁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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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賢強從歷史學的方法出發，探討極樂寺的文化意義，特別注意到極樂寺早期發展

涉及檳城方言群在其中的權力運作，其中地方僑領張煜南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

張煜南透過自身的地緣脈絡，串連南洋一帶的客家僑商，在極樂寺草創時期提供相

當有力的經濟支援。以張煜南作為審視極樂寺與檳城華人社會互動的窗口，黃賢強

指出，極樂寺不純粹是一個宗教場域，而代表了近現代檳城華人社會的文化記憶建

構的一部分。7薛莉清《晚清民初南洋華人社群的文化建構：一種文化空間的發現》

一書中，以空間研究的角度切入，將極樂寺放置在檳城社會各種勢力的競爭中，以

及中國旅行者和遷居南洋者互動的語境裡，考察極樂寺作為華人文化空間如何呈現

文化自我及其文化實踐的方式，8將極樂寺視為一個具有多重功能的空間，細密的區

分極樂寺的空間性質、空間功能與空間網絡，其研究深具啟發。以上極樂寺相關研

究幾乎圍繞在宗教、歷史、地緣政治乃至於空間文化展開討論。 

然而，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目前的相關研究都未針對極樂寺的文學書寫─

包括豐富的舊體詩文、碑銘乃至於《極樂寺志》─進行較深入的文本分析，若有

觸及，也多是將極樂寺相關的詩文、碑銘、寺志作為文獻史料來討論，或簡單的化

約為中國文化傳統的海外延伸。事實上自清末極樂寺創建初始，舊體詩文便在極樂

寺的文化形塑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遙接中國的寺院文學與風雅傳統，使

「華」在南洋落腳生根；另一方面與中國相對的「夷」亦同時體現在極樂寺相關的

舊體詩文中，從而帶來種種文化辨證。 

因此，本文將從文學研究的角度出發，重新省思與梳理極樂寺的文學書寫，探

討清末民初南來的流寓文人與南洋地方僑紳，在極樂寺相關詩文中如何形塑南洋地

方感與對中國的認同，兩者之間又何相互辨證、對話與交融。本文首先將勾勒極樂

寺成立的歷史背景與條件，著重探析極樂寺與鼓山湧泉寺的文化連結，進一步討論

漢詩文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接著以釋寶慈纂輯《極樂寺志》（1923）、清末民初南

                                                 
7 黃賢強：〈張煜南與檳榔嶼華人文化與社會圖像的建構〉，《亞太研究論壇》34（2006.12），頁 16-35。 

8 薛莉清：《晚清民初南洋華人社群的文化建構：一種文化空間的發現》（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書店，2015），「第五章 從附屬到確立自我：南洋華人社群文化形塑的對話策略─以極樂寺為例」，

頁 19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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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文人與南洋僑紳詩文集中以極樂寺為題的漢詩文作品為主要材料，考察圍繞著極

樂寺的文學書寫中的兩個風雅系統：一是與鼓山湧泉寺聯繫起來的福建文士交遊群，

一是南來文人與南洋僑紳題詠群，探討這兩種文學群體在極樂寺相關題詠中所寄寓

的家國聯繫與文化想像，進而論析極樂寺文學書寫中所帶來的華／夷、炎荒／淨土

等種種文化辯證。 

二、檳城極樂寺：鼓山文化的南來與復刻 

檳城鶴山極樂寺初建於清光緒 17 年（1891），開山祖師為從福建鼓山湧泉寺9南

來的妙蓮和尚。妙蓮和尚為福建歸化人，21 歲投鼓山湧泉寺，禮奇量和尚剃度出家，

依懷忠和尚受具足戒，咸豐 4 年（1854）繼任為鼓山湧泉寺住持，承曹洞宗第四十

五世、臨濟宗第四十二世法系，近代禪門宗匠虛雲（？-1959）依妙蓮和尚受具足戒，

為妙蓮法孫，為曹洞宗第四十七世。10據《極樂寺志》〈創建白鶴山極樂寺碑〉云： 

光緒十有五年春，閩省鼓山方丈妙蓮禪師始杖錫來遊，懷道至止，廟居廣福，

山愛嵯峨，以此峯巒峛崺，左右拱扶，龍象廻旋，寶林彷彿，因謀諸本忠得

如善慶三禪師，共出衣缽之餘，購建清淨梵剎。歲辛卯成大士殿於山麓借極

樂以顏寺，狀白鶴以名山。11 

妙蓮初來檳城所駐錫的廣福宮，為檳榔嶼第一座華人廟宇，成立於 1800 年，雖主祀

觀音菩薩，然並非純粹的佛教道場，而是結合民間信仰、提供檳榔嶼華人宗教生活

中實際的需求，如同建醮打齋、送葬超度等儀式的「香火廟」，為早期檳城華人社群

的信仰中心。12妙蓮於 1887 年為了籌建鼓山湧泉寺法堂而至檳城募化，隨後受廣福

                                                 
9 鼓山湧泉寺，為福建五大叢林之一，建於唐建中 4 年（783），鼓山湧泉寺歷代高僧輩出，並以藏經

收藏與雕版聞名海內外，寺內明清兩代摩崖石刻甚多，為一歷史悠久、有深厚文化積蘊的千年名剎。 

10 關於妙蓮生平，見釋開諦編：《南遊雲水情：佛教大德弘化星馬記事》（檳城：寶譽堂教育推廣中心，

2010），頁 70-74。 

11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3，頁 129-130。 

12 關於廣福宮的歷史以及最新的研究，可參釋弘冰：〈福建佛教在檳城的傳播：以廣福宮為例〉，《圓光



鄭雅尹：南荒、淨土、風雅：清末民初檳城極樂寺的文學書寫與文化想像 

 

9 

宮董事禮聘為住持，改變了廣福宮僧人的地位與道場的格局。13妙蓮以鼓山住持的身

份南來檳城，自然受到檳城僑紳禮遇，基於自身的佛學涵養與以弘揚正信佛法為己

志的精神，也種下了極樂寺建寺開山的因緣。 

據《極樂寺志》卷 7〈極樂寺緣起述略〉載，妙蓮和尚因廣福宮「廟居嶼市，地

狹人囂，苟非動靜一如之士便生掛礙。蓮師苦之，於是蠟屐選勝，杖策尋幽，遂於

亞依淡山中而得本寺地址。」14極樂寺寺址位於亞依淡（Ayer Itam），原意為巫語「黑

水」，極樂寺座落於山腰處，兩邊山勢像極白鶴張開雙翅，因名之曰「鶴山」。15為了

在檳嶼籌建第一座禪林寺院，妙蓮和尚在選定亞依淡作為寺址後，即返回福建籌措

建寺資費，並於寺院草創期間帶來一批鼓山湧泉寺僧本忠、善慶、寶月等協助寺務，

可以說極樂寺的建制與格局能追步中國本地的佛教叢林，很大的因素來自於鼓山系

統的支持。 

釋寶慈在《極樂寺志‧凡例》明確寫道極樂寺與鼓山的密切關連，從建築結構、

寺僧職務規約、到寺志的撰寫體例，無一不規模鼓山： 

本山形局，彷彿石鼓，其住持職務、眾僧規約又息息與石鼓相關，故茲倣《鼓

山志》，別為六類：曰名勝，曰寺院，曰沙門，曰寺產，曰石刻，曰外紀，而

冠之以攝影諸圖，以明紀事本末云爾。16 

因此，鼓山湧泉寺為極樂寺的「祖庭」則毫無疑義。關於「祖庭」在近代漢傳佛教

在東南亞傳播的意義，侯坤宏以鼓山湧泉寺與檳城極樂寺為例指出「祖庭」具有佛

教文化傳播與國際佛教文化交流的意義。17從佛教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極樂寺為南

洋一帶建立了真正的中國禪林文化，18而極樂寺代表曹洞、臨濟宗的法脈南來，具有

                                                 

佛學學報》35（2020.6），頁 113-160。 

13 參釋弘冰：〈福建佛教在檳城的傳播：以廣福宮為例〉，頁 133-135。 

14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7，頁 215。 

15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1，頁 62；卷 7，頁 216。 

16 釋寶慈：〈凡例〉，《極樂寺志》，頁 56。 

17 侯坤宏：〈從鼓山湧泉寺到檳城極樂寺：漢傳佛教的一個海外分支〉，第 2 版。 

18 近現代星洲第一名剎雙林禪寺亦為中國禪林南來的代表性寺院。雙林禪寺初建於 1898 年，由新加

坡閩籍富商劉金榜發起創建，祖庭為福州怡山西禪寺。雙林禪寺至 1909 年規模建制始趨完備，從初

創到發展時間上稍晚於極樂寺。見葉鐘鈴：〈劉金榜創建雙林禪寺始末〉，《亞洲文化》21（1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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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傳佛教法脈傳承的意義。此外，鼓山湧泉寺作為「祖庭」的另一層文化意義則為

極樂寺帶來「經教」傳統。鼓山湧泉寺以刻經事業及藏有明清官版藏經名聞於世，19

在明清兩代受到朝廷的認可，在歷史中四度獲賜官版藏經，官方的認可使得湧泉寺

在民間社會與佛教叢林中的地位與角色有了政治意義，聲名更為遠播。 

妙蓮在極樂寺開山後，除了陸續擴建山門、主殿、配殿與其他叢林建築，使極樂

寺作為漢傳佛教寺院的規模建制趨於大備，其時又兼任湧泉寺方丈，深諳極樂寺要弘

傳佛法，必須於海外華人社會快速的建立聲望，建構自身的社會資源，這需獲得國家

政治的認可、與「祖邦」清朝政府建立官方的連結。因是，妙蓮於光緒 30 年（1904），

上京向光緒皇帝請得《龍藏經》兩部，20據《極樂寺志》卷 2〈妙蓮和尚傳〉： 

甲辰（1904）北上燕都，請《龍藏經》兩部，荷德宗帝賜以法衣等物，其經

則分供於極樂寺、崇福寺。炎荒遐服，遽得法寶光臨，偉矣哉，而師之年亦

六十一矣。21 

除了《龍藏經》兩部，光緒帝還賜下「奉旨回山」儀仗牌與「欽命方丈」的匾額，

其時距極樂寺初創不過十餘年便獲此殊榮，在清末南洋佛教界實為大事。王琛發指

出在中國佛教史上，極樂寺開山長老妙蓮很可能是唯一曾往北京請得龍藏經、並獲

賜儀仗紫衣等殊榮的東南亞寺院住持高僧，妙蓮的例子實屬罕見。22 

極樂寺作為南洋新闢不久的佛寺，在清末能請得龍藏回山，有其特定的歷史因

素與時空環境，其中南洋富商僑領、曾任清廷駐檳榔嶼領事的張弼士（1841-1916）

                                                 

頁 102-109。 

19 虛雲和尚於〈鼓山湧泉禪寺經板目錄序〉言：「溯自閩王貢寫本之秘笈。歲久無征。元刻剩般若之殘

篇。待補全帙。有明而後。南板初來。梵篋散藏。繼得全書。逮于清初。乃頒龍藏之賜書。」又云：

「我鼓山湧泉寺明清以來。四賜龍藏。」虛雲：〈修補古經跋言〉，淨慧主編：《虛雲和尚全集》第 2

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頁 131-132、135。 

20 龍藏經，為清代官刻漢文大藏經，全稱為《乾隆大藏經》，亦名《龍藏經》，清雍正 11 年（1733）開

版初刻，至乾隆 3 年（1738）全藏刻畢，為清代唯一的官刻大藏經，有清一代頒賜於各地禪院。《龍

藏經》自刻畢至至民國年間，印行不過一百五十餘部，《龍藏經》在海外，目前較廣為所知的是為慈

禧太后寄贈日本西本願寺一套《龍藏經》，極樂寺妙蓮長老獲頒兩套龍藏，並將一套留存檳城極樂

寺，則較少受到注意。 

21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2，頁 91。 

22 王琛發：〈極樂寺《龍藏經》：反映晚清華僑政策的一瞥〉，頁 27。 



鄭雅尹：南荒、淨土、風雅：清末民初檳城極樂寺的文學書寫與文化想像 

 

11 

起了重要的作用。23張弼士在極樂寺草建之初，助建甚力捐款最多，妙蓮在北京獲頒

《龍藏經》的這一年同月，清廷降諭任命張弼士為太僕寺正卿、商部考察外埠大臣，

反映了清廷對南洋華僑的重視，以宗教、文化的力量收攏南洋僑民歸華之心，企欲

南洋華社對清朝所代表的中國產生政治認同，以利爭取更多南洋華僑的資本，可視

為清末中國政府對南洋華僑政策的一部分，24極樂寺便是在此時空機緣下成為極少

數請得龍藏經的海外寺院。迎請藏經回檳在當時的檳城華人社會為一件大事，奠定

了極樂寺在檳城華人社會的地位，「奉旨回山」儀仗牌與「欽命方丈」匾額的賜予，

建立了極樂寺與中國政權的聯繫，使得極樂寺成為凝聚海外華人國家認同、具有政

治意義的空間。 

請藏傳承了鼓山的經教傳統，加上極樂寺的叢林制度一仿鼓山、僧人亦來自鼓

山，在在證明漢傳佛教在南洋有正式的根基乃以極樂寺為始，這在清末民初的佛教界

成為廣受認可的事情。1916 年章太炎在南洋之行中，於極樂寺留下墨跡，題曰：「民

國五年秋，自肇慶南行抵檳榔嶼過極樂寺，見寺主本忠禪師，蓋外洋所僅有也。」25

                                                 
23 張弼士，原名振勳，原籍廣東省潮州大埔縣人，幼年家賓，未及弱冠便放洋南渡至荷屬東印度的巴

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謀生，其後在荷屬印尼、蘇門答臘、英屬馬來亞地區擴展種植開墾、採礦、

餉碼專利等事業，檳榔嶼為其重要的事業根據地。張弼士在中國亦有大量的投資，與清政府有密切

的往來關係，在 1893 年張弼士就任中國駐檳榔嶼首任副領事，次年升為駐新加坡代理總領事，備受

清政府禮遇，並受到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的召見。關於張弼士生平，見清‧鄭官應：《張弼士君生平

事略》，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75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24 王琛發：〈極樂寺《龍藏經》：反映晚清華僑政策的一瞥〉，頁 34。張曉威則認為清朝政府頒賜《龍

藏經》是一種國家政權投資於海外的「象徵資本」，目的是藉著「欽定」極樂寺在華人社會的地位及

影響力，來鞏固檳榔嶼華人對清朝政府的向心力，甚至是藉以樹立駐外領事在當地社會權威的一種

策略，最重要的還是與欲招攬華商回國投資有關。見張曉威：《晚清駐檳榔嶼副領事之角色分析（1893-

191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頁 200-201。 

25 釋寶慈：〈章太炎先先志遊墨跡〉，《極樂寺志‧外紀》，卷 10，頁 312。民國肇造後，各派系軍閥內

亂不斷，章太炎《自編年譜》言：「見南方無可與謀者，遂出遊南洋群島」，1916 年 9 月自香港到新

加坡，又由新加坡至檳榔嶼，由檳嶼轉至怡保、吉隆坡、爪哇等地。章太炎於 1916 年 10 月 7 日自

新加坡到檳城，停留約 7 日，10 月 14 日始自檳城至怡保。新加坡《國民日報》載：「國慶之後一日，

章先生往游極樂寺，從游者達數十人。主持本忠迎入客堂，互談佛法。」章太炎於 10 月 11 日往遊

極樂寺，時與極樂寺第二任住持本忠禪師互談佛法平等之義，當時報紙載有演講全文，見《國民日

報》，1916 年 11 月 19 日，轉引自章太炎著，章念馳編訂：《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5），頁 235-236。另章太炎在南洋的行跡與南洋報紙的記載，參湯志鈞：〈章太炎在南

洋行跡鈎沉〉，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第 97 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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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弘化星馬四十餘年、對星馬一帶漢傳佛教有推助之功的高僧釋竺摩，亦言： 

雖然在二三百年前由閩省信佛的人士南移，把佛法的信仰帶過來，但真正有

佛法的弘傳，則要以 1888 年妙蓮和尚來創建極樂寺為始……到了蓮公創辦

極樂寺，才有集眾講經論道的法會出現。26 

不僅如此，極樂寺也有意將中國漢傳佛寺的風雅文化復刻於檳榔嶼，最顯著的

表現是摩崖石刻與文人名流的詩文留題。極樂寺雖建於 19 世紀末，為新興的佛教寺

院，然自創建初期，便累積了數量豐富的石刻楹聯，成為極樂寺的一大特色，有論

者指出「極樂寺文物銘刻類別之繁、數量之多，在全馬寺院廟宇都屬罕見」，27此應

聯繫到極樂寺祖庭鼓山歷史悠久的摩崖石刻傳統。鼓山境內有著具有千餘年歷史、

數量相當豐富的摩崖石刻群。28乾隆年間的《鼓山志》，立一卷專志記錄鼓山摩崖石

刻，〈石刻序〉云：「茲山自宋以來，游躅所志，選石選刻，遍布巖扃。」29〈石刻論〉

亦曰：「宇內名山銘刻之多，未有逾是山者」，30自宋至清，歷代名公巨卿、文人墨客

題詠刻石於茲，可謂煌煌大觀，而《鼓山志》於藝文一類所錄獨多，幾佔《鼓山志》

近半篇幅，可見歷代題刻吟詠之盛，使得鼓山除了是十方叢林道場，還是具有深厚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 165-179。 

26 釋竺摩：〈蕩執成智，真空妙有：五十年來的檳城佛教〉，《篆香畫室文集》（檳城：三慧講堂，1968），

頁 237-721，本文轉引自釋開諦編：《南遊雲水情：佛教大德弘化星馬記事》，頁 39-51。 

27 魏明寬：〈檳城鶴山極樂寺銘刻概述：兼論大士殿及慈禧太后「海天佛地」墨寶〉，《學文》1（2019.4），

頁 77。著名的檳城文史學者張少寬考察大量檳榔嶼華人寺廟的碑銘資料，撰成《檳榔嶼華人寺廟碑

銘集錄》一書，提供許多關於檳城華人寺廟第一手文史資料，張少寬在〈檳城極樂寺的刻石〉一文

指出：「雖然該寺的初建不過是九十二年，但是，寺內的刻石及牌匾，非常豐富，作品幾達六十多

幅……其中不乏名士之流，前國府主席、帝師、維新運動領袖、甲必丹、檳榔嶼領事官、大暹羅國

欽差大臣及本地僑紳等。」張少寬：《檳榔嶼華人寺廟碑銘集錄》（檳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13），

頁 69。陳鐵凡則指出「此寺（極樂寺）所存文物，在時間上雖遠較馬六甲青雲亭為晚，而數量上則

甚夥。」陳鐵凡：〈檳城極樂寺文物〉，《南洋華裔文物論集》（臺北：燕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77），頁 127。青雲亭為馬來西亞最古老的華人廟宇，約建於 17 世紀。 

28 「極樂寺將文人墨寶做成摩崖石刻，也都帶有強烈的模仿鼓山摩崖石刻的影子。這些摩崖石刻不僅

展示了極樂寺的交往網絡，也成為極樂寺的中國文化的符號和象徵。」宋燕鵬：〈20 世紀初英屬檳

榔嶼極樂寺與中國文人〉，頁 20。 

29 清‧黃任撰：《鼓山志》，收入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 97 冊，卷 6，頁 259。 

30 清‧黃任撰：《鼓山志》，卷 6，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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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底蘊的風雅場域。31 

極樂寺代表了一系列中國性的「南來」，既是整個鼓山文化的海外縮影，亦為一

凝聚了國家／宗教／風雅的「華」文化場域。因此，極樂寺雖為 19 世紀末始創建的

海外新興佛寺，至今僅有百餘年歷史，未足比擬千年古剎湧泉寺，然而在南洋一帶

已是殊勝的十方叢林、遊覽勝地，清末民初的中西名流、南來文人高僧、地方僑紳

只要駐足檳城，幾無不往遊極樂寺，在極樂寺留下的詩文題詠相當可觀。這些詩文

有著跨境寫作的特質，其中有視域的轉換、移動與播遷的軌跡，以及漢詩文與南洋

風土、殖民地情境接觸、碰撞、涵攝過程中隱含的華夷思考。下文首先將以釋寶慈

《鶴山極樂寺志》中載錄的題刻與詩文、清末民初南來文人與南洋僑紳詩文集中，

以極樂寺為題的漢詩文作品為主要材料，考察極樂寺文學書寫中的兩個風雅系統：

（一）與鼓山湧泉寺聯繫起來的福建地方文人群、（二）南來文人與南洋僑紳群體，

探討這兩種文學群體在極樂寺詩文書寫中的視域轉換與文化想像。其次，探討《極

樂寺志》的編纂與書寫如何體現檳城／鶴山兩重的文化地理，因而帶來層層交織的

華夷、風土與具有地方感的書寫特色。 

三、龍象真成小鼓山：極樂寺與鼓山風雅系統 

中國自唐代以來即有文人與僧人唱和交遊的風雅傳統，文人遊寺的題詠之作、

文人與僧人唱和酬答、僧人作詩，皆是中國寺院文學的一部分，極樂寺祖庭鼓山即

有自身的風雅傳統。明代鼓山僧人了心善緣（？-1431）編《靈源集》，為第一部集

                                                 
31 卜正民在探討晚明士紳社會與佛教寺院的關係時指出，比起宗教空間，士紳更是將寺院作為文化環

境而參與其中：「士紳對參與佛教寺院的宗教活動的興趣不一定是純粹宗教靈感的鼓舞，而是屬於

一個更大的把寺院作為具有高度文化價值的寶庫和象徵的文化環境。」因此士紳在寺院中的活動與

詩文創作，並非純然宗教性的行為，而是與文化及審美更有關係。見﹝加﹞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著，張華譯：《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5），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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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名公巨卿登覽之所題詠」的鼓山文學專集，可知鼓山文學之盛，堪稱中國寺

院風雅傳統的代表。極樂寺的開山祖師妙蓮往返駐錫於福建鼓山與檳城極樂寺，同

時也將鼓山的風雅傳統帶來檳嶼。南洋著名的僑紳文人、曾任檳榔嶼第二任副領事

的張煜南（1851-1911），在極樂寺創建初期便留下題刻，記述與妙蓮往來談禪說法的

因緣： 

光緒甲午年冬，余於日哩甲必丹、署理檳嶼領事官。兩處兼權，徒勞跋涉。

公餘之暇，輒與同人楊善初諸友，往阿易意淡與極樂寺住持方丈妙蓮，談佛

經，說因果，不覺俗慮頓清，賦此以誌鴻爪：「世味本來亦淡然，每逢佳處輒

參禪，地因靜僻人蹤少，山到深幽鳥語圓。佛火一龕明我性，鐘聲半夜起龍

眠，宦途僕僕勞何補，妙諦同參證妙蓮。」32 

張煜南為極樂寺建寺初期五大總理之一（後文將詳述），極樂寺是當時南洋一帶少見

的復現傳統中國寺院風雅傳統之禪院。張煜南的詩作中，固定化、形象化的禪悅詩

語隨處可見，除了詩前小序點出極樂寺的地理位置與張煜南的海外領事身份，具體

的檳城風土面貌在詩中付之闕如，這也反映在張煜南其他題刻作品中。作為極樂寺

刻石最多的作者，他留下七律附序一首，對聯三，題詞一，33如刻在花塢壽佛石上楷

書「人在蓬萊第一峰」，以及花塢東璧旁「福壽」大字楷書附聯句「福紀絡籌祥開槐

樹 壽綿灜籙慶集蘭階」，34蓬萊、灜籙雖都有海外之意，實為寬泛的借代用語。相

較於1898 年極樂寺大總理之一謝春生35的聯語：「梵宇啟南天座湧蓮花恍遊極樂世界 

真經傳西竺書繙貝葉如參眾妙法門」，或1897 年姚克明36的聯語「教興東漢蹟溯西周

自來福披華夷人欽佛法巖跨山腰殿臨海面每到潮回子午響答龍音」，37「南天」、「極

                                                 
32 張煜南石壁刻詩，見傅吾康、陳鐵凡合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 2 冊（吉隆坡：馬來亞大學

出版部，1985），頁 630。 

33 張少寬：〈檳城極樂寺的刻石〉，《檳榔嶼華人寺廟碑銘集錄》，頁 70。 

34 釋寶慈：〈石刻〉，《極樂寺志》，卷 3，頁 125。 

35 謝春生即謝榮光。謝榮光（1847-1916），字夢池，號春生，其父謝雙玉在 1840 年代即自家鄉廣東嘉

應南渡至婆羅洲謀生，謝榮光出生於南洋，為不折不扣的土生華僑（峇峇），1890 年代謝榮光遷居

檳榔嶼經營錫礦事業，1895 年接替張煜南出任檳榔嶼代理副領事，亦為極樂寺五大總理之一。 

36 姚得勝，又名克明，廣東梅州人，1880 年代南渡謀生，以錫礦起家。 

37 釋寶慈：〈聯語〉，《極樂寺志》，卷 6，頁 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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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等語的使用，標誌出極樂寺的地理位置，甚至以「真經傳西竺」轉化詮釋了極

樂寺有其祖庭與法脈傳承；「福披華夷」則點出中國／南洋的文化相對性：「夷」（檳

嶼）乃相對於「華」（中國）；「巖跨山腰殿臨海面每到潮回子午響答龍音」一聯則除

了帶出極樂寺真正的地理位置（阿依易淡山半山腰），雖引用佛教中「海潮音」的典

故，也確切體現了極樂寺背山面海、朝夕皆能聞海潮聲的地理形勢，展現出極樂寺

所在的真實風土。上引三對聯語皆題刻於大殿石柱，為極樂寺初創時期所刻，聯語

共同構成一種關於極樂寺最初的文化想像：極樂寺乃一遙接「祖邦」中國的佛國淨

土，而淨土之中，華夷終究是一道無法消泯的界線，而使得極樂寺的「華」終究還

是留下了「夷」的曖昧性。 

張煜南在其編輯的《海國公餘輯錄》卷 1〈檳嶼紀事本末〉，記錄檳榔嶼歷史風

土沿革名勝等，其中記有極樂寺一則，筆觸行文頗類中國文人尋幽訪勝的遊記小品，

寫出典型的中國文人在寺院與僧人交遊的情狀： 

極樂庵，嶼中勝景也，聞是庵本埠富商敘資為之，倚山作壁，引水入廚，位

置玲瓏，備臻佳妙，向無僧居，特聘名僧小顛卓錫於此。僧極風雅，夙以詩

名，與嶼中士大夫往來贈答無虛日，留題滿壁，筆走龍蛇，鴻爪雪泥，布為

海上佳話，雖曰地實有靈，亦藉人以傳己，故游其地者，從樹林陰翳中結伴

而入，與寺僧茶話後，僧即從旁指點海天之勝，林泉之佳，俗慮頓蠲，恍然

於塵世中得一清涼世界也。38 

這類文人遊寺與僧人的風雅交遊，早在《鼓山志》中所收的遊記作品便隨處可見，39

《海國公餘輯錄》尚錄〈檳榔嶼雜事詩〉數十首，中詠極樂寺云：「欹山擇地築亭臺，

極樂名庵此度開。佛法無邊僧極雅，住持聞道自南來極樂庵近人所建延閩僧錫杖於

此」，40內容與前述記極樂寺之文大致無異，早期極樂寺駐錫僧人皆自鼓山來，詩文

中「極雅」的「閩僧」當是鼓山僧人。諸如此類在極樂寺文人與僧人的詩文唱酬、

                                                 
38 清‧張煜南著，王晶晶整理：《海國公餘輯錄》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卷 1，頁 36。 

39 如晚明蔣奕芳〈遊鼓山記〉云：「至靈源洞，僧碧空延余入室，啜山茗，旋觀喝水巖……。」與張煜

南論及「與寺僧茶話後，僧即從旁指點海天之勝，林泉之佳……」這種入山尋幽、與山僧品茗相談、

相與遊賞的模式，幾如出一轍。清‧黃任撰：《鼓山志》，卷 8，頁 439。 

40 清‧張煜南著，王晶晶整理：《海國公餘輯錄》上冊，卷 1，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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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佛說禪、甚至賞山樂水、題字刻石都可視為鼓山風雅傳統的延續，這在清末南洋

的佛寺中應為少見。鼓山風雅的南來，建立在極樂寺與鼓山的深厚聯繫上，風雅另

一層的實際目的，可能還是藉由此文化傳統，讓檳城僑紳與中國南來文人共同建構

一個文化認同下的社會網絡。 

另一方面，鼓山風雅的南來也意謂著鼓山文人的南來，帶來的是與鼓山文化場

域的聯結。清末陳寶琛（1848-1935）為人所知者，除了是宣統帝溥儀的太傅外，亦

是晚清重要詩家、同光體詩人。陳寶琛為福建閩縣人，與鼓山有很深的淵源，除了

湧泉寺法堂留有陳寶琛的石刻聯語外，其於光緒 13 年（1887）在鼓山靈源洞築一讀

書樓，名曰「聽水齋」，41是故陳寶琛自號為聽水齋主人。光緒 32 年（1906）受清政

府之命為籌建漳泉鐵路遠游南洋向各方僑界籌款，42曾停留檳榔嶼晤妙蓮和尚，並題

詩相贈： 

龍象真成小鼓山，廿年及見請經還。何期六十陳居士，聽水椰林海色間。43 

此詩後來刻於極樂寺花塢，落款曰「光緒丙午十月留諗妙蓮長老 聽水翁」，44可知

陳寶琛南洋之行停留在檳榔嶼的年月為 1906 年 10 月。陳寶琛與妙蓮和尚為舊交，

其辭官賦閑於福州之時，妙蓮和尚為湧泉寺方丈，學者指出妙蓮和尚正是經由陳寶

琛的介紹前往南洋各地華僑中募化，45也因此才有了駐錫檳榔嶼廣福宮，後創建南洋

名剎極樂寺的因緣。46這首留題詩首二句讚揚妙蓮創建極樂寺的兩件功績，一是將極

                                                 
41 關於聽水齋，見清‧陳寶琛著，劉永翔、許全勝校點：〈鼓山靈源洞聽水齋記〉，《滄趣樓文存》，《滄

趣樓詩文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上，頁 377。 

42 陳寶琛南洋之行共歷經半年之久，留下詩作甚多，其南洋詩作以活字版刊印題曰《南游草》，後併入

《滄趣樓詩集》。見清‧陳寶琛著，劉永翔、許全勝校點：《滄趣樓詩文集》下冊，「附錄三 閩縣陳

公寶琛年譜」，頁 742。 

43 清‧陳寶琛著，劉永翔、許全勝校點：〈極樂寺留諗妙蓮方丈〉，《滄趣樓詩集》，《滄趣樓詩文集》上

冊，卷 4，頁 85。 

44 傅吾康、陳鐵凡合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 2 冊，頁 663。 

45 王榮國：〈近代福建佛教向東南亞傳播與當地華僑社會〉，《華僑華人歷史研究》3（1997.9），頁 60-

64。 

46 陳寶琛與檳榔嶼華僑社群的聯繫確實早於妙蓮下南洋募化駐錫的時間。陳寶琛為檳城華僑所作的碑

銘不少，佇留檳榔嶼期間，曾特別前去李丕耀所建的福建義冢，寫下七絕〈檳榔嶼李丕耀所建義冢

亭二十年前嘗乞余記，亭有李石像，沒十稘矣〉，因 1888 年陳寶琛應閩商李丕耀之請撰寫〈檳榔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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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寺的規模建制打造成「小鼓山」，一是請龍藏事建構了對極樂寺的文化認同，可知

「請藏」為極樂寺在清末民初斐聲於鼓山文人群及南來文人間的重要印記。陳寶琛

詩作起句寫到「小鼓山」，結句點出自己（聽水翁）身在「椰林海色間」乃為實筆，

據寶慈〈極樂寺遊記〉，由座落於山腰處的極樂寺俯瞰：「山下椰林十里，一碧芄芄

若旄，恍與嶼海紫瀾相接」，47巧妙又貼切的將極樂寺與祖庭鼓山的關係與在極樂寺

中真切的南洋感覺疊合，展現出極樂寺特殊的文化地理。 

四、炎荒、淨土與地方感： 

《極樂寺志》的編纂與文學書寫 

釋寶慈所編纂《極樂寺志》，為極樂寺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現存民國 12 年石

印本，為目前所知少見的的海外漢傳佛寺志。《極樂寺志》書頁題名為《檳城鶴山極

樂寺志》，「檳城」一名，乃中國典籍中舊稱「檳榔嶼」（馬來對音為 Pulau Penang）

之市鎮區域，「檳榔嶼」又名布路檳榔、碧瀾、庇能等，日本又以漢字音譯為「彼南」。

1786 年由英人法蘭西斯‧萊特（Francis Light）開埠，其後殖民地政府將之名為「威

爾斯太子島」（Prince of Wales Island），48由於地處馬六甲海峽的北端，前近代以來即

為東西方貿易往來重要的中繼點，成為英國在馬六甲海峽的第一個殖民地。至於「鶴

山」之名，乃因妙蓮在檳城亞依淡選定一依山傍海的山坡地建寺，因其所在地之山

峰「嵂然秀出，左右支脈為青龍，白象兩崗，若拱衛焉。據形家言，峯如白鶴展翅，

宜建梵剎」，49因而名曰「鶴山」。「檳城」與「鶴山」標誌出極樂寺的南洋／殖民地

                                                 

閩商公建義塚記〉，其中即有雲遊南洋的閩僧聯繫其中，〈義冢記〉言：「怡山僧微妙自檳榔嶼歸，數

為余言吾閩逆旅主人（按：指李丕耀）之賢，嶼有義冢葬閩之客死者，歲久不繼，吾商人屢謀廣之，

三易地矣。」清‧陳寶琛著，劉永翔、許全勝校點：《滄趣樓文存》，《滄趣樓詩文集》上冊，卷上，

頁 378。 

47 釋寶慈：〈藝文〉，《極樂寺志》，卷 4，頁 144。 

48 詳見姚枬、張禮千：《檳榔嶼志略》（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頁 1-4。 

49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1，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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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與佛教地理，作為一部在特殊歷史與地理時空所編纂的佛寺志，《極樂寺志》亦展

現其不同於中國本土佛寺志的書寫內容與編纂特色，折射出南洋島嶼的地方感與殖

民色彩，以及與在地華人社會的緊密連結網絡。 

極樂寺由於地處南洋，因而兼具兩重文化性格，一為遙接中國與祖庭鼓山的「中

國性」，50一為地處英國殖民地檳城的「地方感」，51這也影響了《極樂寺志》的編纂

策略，寶慈在《極樂寺志》〈凡例〉開宗明義： 

本山遠在炎荒，政俗自異，間有為本山勝概而管業權屬之他人，為屐齒不能

及者，則皆從略，以免繁而無當。52 

「政俗自異」概括了極樂寺發展的時空特殊性，與中國本土寺院大相逕庭，「炎荒」

一般指涉「南方荒遠之地」，是以中國本土為中心所定義的相對位置，為邊緣、域外、

化外之地。因此「遠在炎荒，政俗自異」本身便隱含一種華夷論式。「異」，可以指

差異、新異與變異，也指向異文化、異國的風土與政治，在《極樂寺志》的文本書

寫中，往往可見存在於字裡行間的「異」。在思考華夷概念如何體現在《極樂寺志》

                                                 
50 當代中文學界對「中國性」一詞，有相當多的討論與交鋒，這個概念不斷在中國本土之外的世界華

文文學或全球華語語系研究的範疇被提及並進行概念的辨論。「中國性」的概念大致為「以中國為中

心之核心論述」，且這些論述來自於在地理上不與中國本土相連的華人社群，王德威概括指出：「新

加坡學者王賡武認為中國性永遠是在地的，而且必須不斷在實踐的過程裡體會、定義、重建。他的

『中國性』帶有實證主義色彩。當時代哈佛大學任教的李歐梵強調『遊走的中國性』，認為『中國』

不必由政治地理空間作為唯一判準，只要懷抱中國想像，人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杜維明的「文

化中國」論亦為「中國性」概念範疇。見王德威：〈什麼是華夷風〉，收入李育霖編：《華語語系十講》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頁 15。 

51 這裡的「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援引阿格紐（John Agnew）的概念，阿格紐認為「地方」

做為「有意義的區位」有三個基本面向：區位、場所以及地方感。而「地方感」是指人類對於地方

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轉引自﹝英﹞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

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第 1 章 導論：定義地方」，頁 14-15。另一方面，放

在遷移或移置（displacement）的情境下，Tim Cresswell 引用 Jon May 的說法指出移置的概念暗

示了一種家作為地方的先前經驗：「一個超越居所邊界，包含了通常被描述為『地方感』的更廣泛歸

屬感的地方。」見「第 4 章 運用地方」，頁 186。在此，「地方感」的形塑雜揉了對「家鄉」與「異

鄉」的主觀情感與體驗，「地方感」的感覺結構顯得更形複雜，而具有離散特質。《極樂寺志》如何

反映極樂寺在鼓山祖庭與南洋分院的關係間，來回擺蕩於中原與海外、原鄉與異域（借用王德威語），

其所形塑的地方感正是本文所欲關注的問題。 

52 釋寶慈：〈凡例〉，《極樂寺志》，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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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王德威的論述深具啟發，其提出「華夷風」（sinophone）的概念： 

sinophone的 phone，英文指聲音，中文的「風」字恰可點出豐富的涵義。「風」

是氣流振動（風向、風勢）；是聲音、音樂、修辭（《詩經‧國風》）；是現象

（風潮、風物、風景）；是教化、文明（風教、風俗、風土）；是節操、氣性

（風範、風格）。「風以動萬物也」。華語語系的「風」來回擺蕩在中原與海外，

原鄉與異域之間，啟動華夷風景。53 

極樂寺雖為中國漢傳佛教寺院的分支，屬於正統的漢傳佛寺，但不可忽略極樂寺因

所處的殖民地華人社會，其必然與中、西、馬來亞夾雜薈萃的語言、風土、經濟風

貌與生活形式相交會。高嘉謙討論華夷概念時，更強調華夷觀的「在地實踐與轉化」：

「異文化的相遇同時意味著傳統華夷世界觀的在地實踐與轉化。南島風土裡的華夷

辯證，亦屬馬來世界變動不居的華夷風景。」54 

以下將從近年來學界反覆辯證的「華夷風」為視域切入《極樂寺志》的文本脈

絡，檢視其中的華夷論式，以及極樂寺如何在華夷的文化地理觀中進行在地轉化與

在地實踐，從而形塑自身的地方感。下文將圍繞釋寶慈所編纂《極樂寺志》，探討《極

樂寺志》文學書寫中的兩重視域，一是寶慈與鼓山文人的詩文唱和所投射的淨土／

炎荒的辨證，二為論析《極樂寺志》的地方感書寫如何體現「華」與「夷」的交織

與共存。 

（一）寶慈其人與鼓山文人群體的「淨土」想像 

《極樂寺志》編纂者寶慈，為極樂寺第二任方丈本忠和尚的弟子，俗家名為韋

敬齋，廣東番禺人。關於韋敬齋生平，目前所知有限，《極樂寺志》有湯日垣所作序

言：「上人（按，韋寶慈）儒而逃於釋，久旅檳海，十年前先余而主《檳報》筆政，

愛鶴山之幽，山寺之雅，飄然作出塵想。」55簡述了寶慈出家前自中國南來的行跡。

                                                 
53 王德威：〈什麼是華夷風〉，收入李育霖編：《華語語系十講》，頁 23。 

54 高嘉謙：〈風和馬來世界：王大海《海島逸志》的華夷風土觀〉，《中山人文學報》51（2021.7），頁

15。 

55 湯日垣：〈極樂寺志序〉，收入釋寶慈：《極樂寺志》，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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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敬齋於出家前曾執筆《檳城新報》長達 14 年（1899 年上任，約於 1913 年辭職），

《檳城新報》是檳城早期的華文報紙，創設於清末（1895 年 8 月 8 日），一直維持

至二戰時期檳城為日軍淪陷前始停刊，是馬來亞戰前歷時最久的一份華文報刊。56據

新加坡學者王慷鼎的研究，韋敬齋於 1899 年被《檳城新報》聘為筆政，在《檳城新

報》多以「禺山旅客」或「愚山旅客」為筆名撰寫社論，57《檳城新報》在創報初期

多宣傳立憲保皇主張，與後來同盟會創辦的《光華日報》時有政論上的交鋒，韋敬

齋早年的政治傾向屬保皇維新一派應無疑義。《極樂寺志》中收錄不少寶慈的詩文，

頗能見其文采，而從 1907 年寶慈所撰〈檳榔嶼白鶴山極樂寺碑〉碑文自署「韋寶慈

居士」，可知在離開《檳城新報》之前即已皈依。 

韋敬齋於極樂寺創建初期便與開山和尚妙蓮、得如、本忠相過從，其〈極樂寺

志序〉曰：「蓋山闢之初、寺成而後，花朝良夜，嘗數從妙蓮、得如，及吾師本忠諸

公，問道談禪，究二諦法。或則煮蒲品茗，言笑晏如。」58韋敬齋在出家之前即與極

樂寺有深切的關係，除了師從極樂寺第二任住持本忠和尚皈依，於佛學造詣亦頗為

精進，在他離開《檳城新報》後，檳報記者對極樂寺舉行焰口法事加以非議，韋敬

齋為文〈與檳報論佛事須具圓融觀〉投書《檳城新報》，59以焰口本出於自密宗，在

佛教裡頭有其悠久的淵源，並以儒家道家思想融通佛教的世間法，駁斥佛教為迷信

之說。事實上，當時極樂寺頗具規模，香火鼎盛，成為南洋一帶著名觀光勝地，檳

城幅湊各方、市商塵集的港口都市性格也反映在極樂寺的發展上，因此對極樂寺的

非議亦出現在檳城其他的報紙社論，1911 年 3 月 20 日的《光華日報》，有社論一篇

〈觀音與？月老與？〉，作者雷鐵崖，為清末同盟會成員，1910 年南下檳城主持《光

華日報》筆政，文中寫道：「試觀昨日極樂寺，綠女紅男，肩摩踵接，何等熱鬧」，

以此批評「吾國人之拜佛，於佛家精理茫然不知，徒相率為遨遊而已，男女之媒界

                                                 
56 楊松年：《《檳城新報》文藝副刊與早期馬華文學》（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10），頁 1。 

57 王慷鼎：〈《檳城新報》編采部人員點將錄（1895-1911）〉，《亞洲文化》21（1997.6），頁 174。 

58 釋寶慈：〈極樂寺志序〉，《極樂寺志》，頁 13-14。 

59 韋敬齋：〈與檳報論佛事須具圓融觀〉，《檳城新報》，1913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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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而已。」60如何以佛教徒的立場回應當時南洋一帶知識界，對佛教儀軌與佛教道場

世俗化的非議或誤解，顯然成為曾任職於報館的韋敬齋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在〈與

檳報論佛事須具圓融觀〉一文中，韋敬齋針對以金錢作佛事無益於慈善的質疑，提

出「獨不思道場一立，則凡齋果札作紙料香燭演戲下走等人，無不各分餘潤，金銀

因而流通，世界得以運化，其為益豈不與慈善者耶？」61顯現從佛教觀點出發對資本

市場的獨到理解，亦即以利他為目的的資本流通，便能收眾生均潤之益，在此前提

下，佛事儀軌與慈善事業一無與異。韋敬齋其後於《檳城新報》投書數通，皆與宣

達佛教義理有關。62  

《極樂寺志》卷 5、卷 6 收錄不少他往返鼓山檳城間與閩地文人唱和的作品，

寶慈在鼓山交遊的文人社群皆是福建地方文人，交遊時間可確知為 1918 年，時寶慈

在鼓山，返檳城前夕與福建地方文人詩酒雅集於華林寺，寫下律詩四首以誌別，前

詩序曰：「戊午春，將由石鼓返鶴山，謝退軒陳香雪葉玉如高朗川廖立樵諸大居士，

各以詩酒餞之於華林寺雨花堂，殊可感也因即席勉酬四律藉以誌別。」序言中提到

的葉大瑄、廖毓英、謝哲勳、陳海梅、高其閎、施有政等人與寶慈唱酬詩作皆收入

《極樂寺志》，其中，廖毓英為進士出身的前清官員，亦為福建地方的望族，民國後

與福建前清的官員組成吟社「托社」相唱和。寶慈所作七律四首，頗見憂國情懷與

逃禪心志： 

檳城潮接錦江潮，恰似離愁未易消。雅會每隨花下醉，詩魂翻向佛前招。荔

香尚自思長慶，帆影何堪出大橋長慶寺有唐荔兩株，嘗作荔香詩會於寺，大橋即福州

碼頭。汽笛一聲人萬里，回頭惟見海雲飄。 

鼓山山上白雲峯，爪印曾來徼外鴻。碁局連年觀世變，海濱自昔仰儒宗。玄

黃四野龍蛇血，天地無權鬼魅訌。騷運漫教隨刦盡，扶輪我獨望羣公。 

幾度怡山又越山，羣仙聚處笑開顏。文光兮照傳燈卷，法曲同聽和韻難。啼

鳥自憐求侶切，孤鴻誰為懺緣慳。離愁恍與三山竝，惹得癡雲去欲還。 

                                                 
60 引自雷鐵崖著，唐文權編：《雷鐵崖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6），頁 233。 

61 韋敬齋：〈與檳報論佛事須具圓融觀〉，《檳城新報》，1913 年 9 月 1 日。 

62 分見《檳城新報》1915 年 5 月 9 日、11 日、12 日連載的〈答徐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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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绪長牽柳數行，匆匆行腳入炎荒。禪機未及參龎蘊，文翰空勞憶蔡襄。鶴

影縱留天地內，鷗盟終在水雲鄉。芒鞋破後重來日，夢裡風光話外洋。63 

第一首頷聯「雅會每隨花下醉，詩魂翻向佛前招」體現了寺院與文人的風雅關係，

寺院經常成為文人舉行雅會之場域，第二首頷聯頸聯點出民國初年中國政局混亂、

內戰不斷的情景，而末二句寫道「騷運」仰賴同會諸友的扶繼，全詩頗見前清遺老

口吻，寶慈出家前曾擔任筆政的《檳城新報》，整體政治傾向是保守派，同情維新派

與保皇黨，與革命派在檳城所辦的機關報《光華日報》立場相左，筆戰亦烈，不難

推想寶慈在清末的政治傾向。第四首為寶慈自述自謙之語，「炎荒」一詞為南洋的泛

稱，指南方炎熱荒遠之地，在極樂寺題詠書寫中並不少見，張杜鵑便有「炎荒絕島，

得一方外知音」語，64寶慈在《極樂寺志‧凡例》已言「本山遠在炎荒，政俗自異」，

在〈妙蓮和尚傳〉寫道請藏回山事：「炎荒遐服，遽得法寶光臨，偉矣哉」，65此皆暗

含了以華為中心的文化論述。同時「極樂寺」作為文化象徵，也帶來了位移的「華」

的文化想像，透過圍繞極樂寺的題詠活動與文學書寫不斷的建構成形。由福建鼓山

文人的題贈唱酬，更能看出福建鼓山／檳城極樂寺的中心／邊緣的相對性，因此頸

聯「鶴影縱留天地內，鷗盟終在水雲鄉」便饒有意味，鶴與鷗的並舉在中國詩歌中

並不稀見，「鶴」有隱逸之意，「鷗盟」有文人雅士訂下詩酒之會的意涵，陸游詩有

「鶴怨憑誰解，鷗盟恐已寒」句，明代李東陽亦有「海邊釣石鷗盟遠，松下棋聲鶴

夢回」，然而寶慈此句的「鶴影」為雙關，一是自喻，一為以「鶴」代指鶴山（極樂

寺），而詩人心中的文化原鄉終究是中國。葉大瑄等人於華林寺為寶慈餞席的詩作，

詩序曰：「寶慈禪師將返檳城，乃與同社諸君子訂吟於華林寺以觴之，並題飛錫還檳

圖以壯其行〉，可知餞席中有〈飛錫還檳圖〉供同人題詠，廖毓英同題七古曰： 

神州莽莽征戰苦，幾無一寸乾淨土。但論容膝已大難，矧乃海天寬濶處。海

潮山色度朝晡，東南檳嶼算名區。我生耳熟艱一見，虛無縹緲等蓬壺。寶公

詩筆雄閩粵，悟徹真如遁禪域。一昨得陪錫杖遊，又向檳城動行色。蒼皇塵

                                                 
63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5，頁 183-184。 

64 張杜鵑：〈本忠禪師五十壽序〉，釋寶慈：〈藝文〉，《極樂寺志》，卷 4，頁 153。 

65 釋寶慈：〈凡例〉，《極樂寺志》，頁 56；〈妙蓮和尚傳〉，卷 2，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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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能驅人，南望禪林風月新。回頭石鼓呼負負，隻履穩渡逍遙津。逍遙此去

真樂國，吟侶相思總愁殺。但當金盤月上時，可有新詩附短札。（節錄）66 

與寶慈、張杜鵑等真正佇留於檳城的南來文人不同，廖毓英未曾親歷南洋、親見極

樂寺，相較於寶慈等人對南洋以「炎荒」稱之，廖毓英卻在這首詩作顛覆了「炎荒」

這個南洋的文化符碼，全詩以神洲中國歷經動亂更迭，幾無一處乾淨土可安居容身

作為起句，接著將南洋想像為「蓬萊」、「消遙津」、「真樂國」，一連串海外樂園的形

容，以反襯出如劫灰一般中國，他在詩中告訴寶慈何必「鷗盟終在水雲鄉」？在他

看來則是「南望禪林風月新」，極樂寺自有美景勝境得以創造新的風雅，詩作中在在

表達了對檳城極樂寺的憧憬與想像，並在美好的南洋想像中寄託對現世中國的悲感。

另一首劉崧英送寶慈歸鶴山的詞作〈百字令次東坡赤壁懷古韻〉也表達出中國戰亂而淨

土無存，以及寶慈「儒而逃於禪」的無奈失落情懷： 

戰雲紛起。問南北，誰判雌雄人物？澒洞風塵無淨土，何似深山面壁。穗石

離家，檳城橐筆，漸覺頭如雪。禪機參徹，誤他無數雄傑。今又飛錫南歸，

湧泉辭法席。輕舟催發，酒榼詩囊行處有，千劫應無消滅。笑不談空，滄桑

虛落，我一凡華髮。人間何世，不如還證潭月。67 

詞作表達出中國因戰亂的現世已無「淨土」，而寶慈「穗石離家，檳城橐筆，漸覺頭

如雪」，「穗石」在廣東番禺，為寶慈的家鄉，「檳城橐筆」則點出寶慈曾在《檳城新

報》擔任筆政。劉崧英把寶慈逃禪歸於整個時代動亂的世局，「禪機參徹，誤他無數

雄傑」則隱然看出劉崧英對於寶慈「儒而逃於禪」的不滿，劉崧英真正關注的是中

原的戰雲與劫數仍在繼續，而真正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識份子卻已寧在徵詩逐酒間，

忘情於禪悅之中。高其閎〈題寶慈禪師飛錫還檳圖即以贈行〉同樣表達出類似的寓

意，將南洋比擬為「桃源」： 

警鐘意換撞鐘願，方外悲觀及萬方。覓得桃源遘桑海，隱於檳嶼客榕鄉。湧

泉寺興雲遊便，瀦水山曾日眺常。此去寄聲商寶國，眾生亟待渡慈航。68 

                                                 
66 釋寶慈：〈藝文〉，《極樂寺志》，卷 5，頁 169-170。 

67 釋寶慈：〈藝文〉，《極樂寺志》，卷 6，頁 202。 

68 釋寶慈：〈藝文〉，《極樂寺志》，卷 5，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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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句「警鐘」一語使人聯想到清末陳天華所作《警世鐘》，倡導革命，警醒世人救亡

圖存，可知寶慈於清末應是一有救國思想及理念的知識份子。 

由於缺乏寶慈生平資料，無法確知其在清末的行跡，又因何南來檳嶼、主持檳

報筆政，最後又是在什麼機緣下決意頓入空門，投入極樂寺本忠法師門下，然從《極

樂寺志》所收 1918 年寶慈於福州與福建文人的唱酬，可知其人對於國家世局仍帶有

巨大的憂慮與關心。另一位前清進士陳海梅〈題寶慈禪師飛錫還檳圖即以贈行〉云： 

萬里檳城識大顛，東來衣缽更南傳。名韁早脫塵中縛，淨土重尋海外天。我

相何妨留畫本，佛緣最好悟詩禪。扁舟遠送吾師去，倘憶梅花寄一篇。69 

詩作中的寶慈的形象儼然為逃禪文人，「淨土」在這裡指的是佛國世界，用以比喻極

樂寺。從寶慈的例子中，可以明顯的看出文人為僧的具體樣態，70寶慈的僧人身份與

詩人風雅成為一種有效的文化資源，以文學活動交織串連起鼓山、檳城兩地，從而

產生境內與境外、「炎荒」與「淨土」的交互想像與辨證。 

（二）開荒南野：寶慈對「佛教實業公司」的相關書寫 

《極樂寺志》裡關於寺院在南洋的寺院經營模式、經濟來源與山林地產的取得

都有詳實的記述，其因地制宜的機制，與當地的華僑資源與網絡、週邊國家的宗教

互動關係緊密。寶慈在〈凡例〉中特別寫道： 

僧人從事耕稼，由來邈矣。然本寺所在地，既無田疇可墾，惟憑實業自存，

有園數區，悉栽樹乳，以趨市利，其勢然也。今但備列各園面積之廣袤，呀

囒之號碼，以示實况，庶幾有檀那大德起而代謀香積之常供。71 

中國本土佛教的寺院經濟，傳統上由政府給予免稅賦、地方鄉紳團體佈施田產讓僧

                                                 
69 釋寶慈：〈藝文〉，《極樂寺志》，卷 5，頁 181。 

70 關於文人為僧的現象，卜正民論析晚明士紳皈依僧侶生活的動機與樣態，提出了社會性的解釋：「落

髮為僧是士紳正式地從士紳生活的公共環境中撤退的一種公開姿態。實際上，大多數來自於士紳背

景的僧侶都繼續在士紳文化的領域內擔當學者、傳法師、詩人和畫家的角色，把他們先前作為士紳

的活動和繼之作為職業僧侶的活動融為一體。」﹝加﹞卜正民著，張華譯：《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

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頁 117。 

71 釋寶慈：〈凡例〉，《極樂寺志》，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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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墾田耕種，使寺院得以經營自給。極樂寺地處馬來亞，當地主要種植香料、煙草、

甘蔗等經濟作物，無法屯田種稻以自給，也就是寶慈所謂「無田疇可墾」的情形。

而 19 世紀後期，英國在馬來半島發展錫礦與橡膠業，大量的華人移工投入開墾與經

營，極樂寺被佈施的林地多適合種植橡膠樹，因此在建寺之初便發展為以「實業」

自給的經營特色，因此《極樂寺志》的編纂在體例上無法依循傳統中國佛寺志立「田

賦」一卷，而別立「寺產」一卷，是故寶慈在〈凡例〉中必須解釋「田賦」之闕有

其現實條件因素：「既無田疇可墾，惟憑實業自存，有園數區，悉栽樹乳，以趨市利，

其勢然也」，「樹乳」即橡膠樹，寶慈在〈寺產序〉寫得更清楚： 

若本寺所在地，則以商為治，絕少耕稼。所謂寺產，或從缽餘所購，或由募

化而得，皆屬園坵，大小不等，惟恃種植自給，此外亦別無常，供其園坵數

區，悉坐落後山，然其歲入亦甚尠也。蓋由世變無常，土產價格升降不定，

故近歲以來，外強中乾，日蹙轉甚，較內地叢林恃耕穫自給者，其情形雖異，

而希望於仁善之維持香積常供則尤亟也。72 

寶慈開頭即明言極樂寺所在的檳榔嶼「以商為治」，通商為英國在檳榔嶼開港以來的

定位與屬性，檳城甚至一度成為馬六甲海峽一帶最佳的貿易商港，73因此「以商為治」

可以指檳城在地經濟模式，也是檳城自開埠以來的都市性格，極樂寺自不免於此，

「園坵」指的是橡膠樹園或椰樹園，主要為橡膠樹。極樂寺寺址原為福建商人楊秀

苗的園坵，後贈予妙蓮作為建寺之地，並獲英政府免其賦稅，從〈寺產寺〉可知本

忠住持任內購買寺址附近多處園坵，張煜南亦捐贈兩處，皆登記為極樂寺管業，從

事橡膠栽種與買賣，所得用來維持寺院的開銷。這種特殊的寺院經濟模式，是漢傳

佛寺離開中國本土後的一種在地化的生存方式。 

寶慈在《極樂寺志》中多次提到本忠、善慶和尚經營實業的苦心孤詣，其中一

件重大的舉措，乃是成立近現代華人世界裡第一間佛門實業組織「佛教實業公司」。

《極樂寺志》卷 8〈外紀〉收有〈佛教實業公司概述〉，卷 4 有〈重遊佛教公司序〉，

                                                 
72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3，頁 117。 

73 張少寬：〈戰前的華人商業實況〉，《檳榔嶼華人史話》（吉隆坡：燧人氏事業，2002），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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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寶慈所作，為我們現今理解極樂寺「佛教實業公司」興衰之重要的文獻，為便

於討論，茲錄〈佛教實業公司概述〉全文於下： 

佛教實業公司之成敗，為極樂常住興替所攸關，固不可不紀者也。手創之而

始終經理之者，實為善慶禪師，本忠師亦居贊成之列焉。先是慶忠兩人，嘗

向暹羅政府領得董裡埠荒地六千餘唻，約准中國萬餘畝。迨民國初元壬子時

局頓異，慶師遂有經營實業之議，蓋欲藉其財力以救濟佛門，從慈善業而收

時譽，將使天下各處皆有其所剏之醫院學校等云：忠師竟深信而從所議，則

除向各處略集散股外，更為之籌，借鉅債於民國二年癸丑，使挾之以入董。

然慶師亦殊振奮，篳路藍縷，墾闢草萊，惟初著手竟闢地，至千餘唻，而勞

工及財與才，皆不足以應之。於是鋤耰甫停於西，而菅茅復蓬勃於東。蓋南

離之地，氣候溫暖，野草易滋，為灌園者所應顧慮之苐一事，惜乎其終不察

也。然其所植又殊無定程。初而黃梨也，椰子也，忽又粘穀也，甘蔗與大薯

也，歷歷皆虧折。始則欲設機製黃梨膏而未果，或勸植樹乳，而慶師又不卹。

繼乃開較製糖，未幾亦罷，則以其地向少水源，不足以栽甘蔗也。旋即購機

器，鑿池建廠聘上工增苦力，以製薯粉焉。乃不數月，適歐戰息，各國政情，

又變物價再落，資本亦竭，事已不可為，而慶師亦一瞑不顧矣。計數年，來

其樹藝之變更者屢，資本之充加者亦屢。所期之醫院學校，未見其一，而母

金數十萬已擲諸虛牝，極樂常住，且緣是而朝不保夕，累累然債臺百級矣。

嗚呼！誰實為之？謂之何哉？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慶師其竟無算乎？

抑時命之不齊歟？不然，雖敗也極，亦何至於斯？詩云：殷鑑不遠。然則鑑

其失而哀其勞可也，故誌之。74 

在極樂寺的寺院經營中，實業扮演重要的角色，寺中力主經營實業的人，當推善慶

和尚。寶慈於〈善慶和尚傳〉中曾寫道善慶「初於本寺後山督植樹乳數萬株，便謂

有所得。」極樂寺早期橡膠種植經營有成，善慶和尚因而將眼光放在經濟作物的種

植事業：「蓋欲藉其財力以救濟佛門，從慈善業而收時譽，將使天下各處皆有其所剏

之醫院學校等」，獲利除了可維持極樂寺本身的運作，更大的目標是從事佛教慈善事

業。本忠與善慶和尚顯然具有企業經營的弘圖與投資眼光，先向暹羅政府申請董里

                                                 
74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8，頁 26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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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今董里府）荒地六千餘唻，可見本忠、善慶在南洋所經營的跨國佛教網絡，尤

其本忠與暹羅王室有相當親善的關係，75極樂寺能向暹羅政府申領大量荒地，不脫這

層關聯，76然而據王琛發的考證，極樂寺擁有暹羅董里的土地並開始種植橡膠，與虛

雲法師在 1907 年至暹羅講法，並獲得暹羅國王贈地有關，虛雲其後將地轉贈極樂寺

並交由善慶和尚管理；77此外從《虛雲和尚年譜》曰：「暹王送洞裡地三百頃，予送

與極樂寺交善慶和尚，在此設樹膠廠」，到寶慈的說法：「慶忠兩人，嘗向暹羅政府

領得董裡埠荒地六千餘唻」，可知本忠、善慶很可能是在原本虛雲所贈地的基礎上，

利用自身與暹羅王室的友好關係申領土地，大大擴充土地範圍，並在 1912 年正式開

辦佛教實業公司。 

其後，本忠以公司創業的方式，向各方集資入股，加上借款，累積龐大的創業

資金，由善慶和尚親自打理開墾事務、購置器具與雇用勞力，然而墾荒不易，加上

種植計畫一再更改，未幾又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物產價格隨局勢變化迭起迭落，寶

                                                 
75 本忠曾到暹羅為暹羅官員軍民宣講大乘佛法，又曾得暹羅國寵錫。招觀海：《天南游記》（出版地不

詳，1933），頁 24，記述道：「本忠大師又最注重暹羅王之賞賜……暹國水陸軍官曾受戒於本忠，當

時所合撮之照片亦珍重懸之……。」極樂寺早在籌建初期，妙蓮、本忠、善慶便積極拓展南洋的佛

教網絡。以佛教建立起與南洋週邊國家、殖民屬地的互動關係，成為極樂寺發展中重要的文化資本

與實質資源，寶慈在〈極樂寺緣起述略〉中寫道三人「其芒鞋所至，除英屬七州，府而外如仰光如

荷屬蘇門答臘一帶，及暹羅所領各地共一百七十餘埠。善緣既廣，巨款乃集，而勝業遂成。」《極樂

寺志》，卷 7，頁 217-218。極樂寺能建立，實有賴南洋一帶暹羅國以及英屬、荷屬各埠華人與非華

人護法大德的支助，因此極樂寺的南洋佛教網絡早在建寺初期便已形成。1913 年起極樂寺募建萬佛

寶塔，暹羅國王拉瑪六世便曾親自主持奠基禮，並施布鉅款，可知本忠與暹羅王室關係相當親善。

「佛教實業公司」之議初起便著手置地於暹羅，除了董里埠與檳嶼陸路相接，交通往返尚且無礙外，

亦當與本忠與暹羅王室的關係便於斡旋置地有關。關於極樂寺在南洋一帶的發展與經營，可參魏明

寬：〈漢傳佛教在馬來亞發展初探：以妙蓮、善慶及本忠之佛教活動為中心〉，收入張禹東、莊國土

主編：《華僑華人文獻學刊》第 6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頁 207-233。薛莉清則以

「萬寶佛塔」的募建與南洋佛教網絡資源的關係來看本忠和尚的意義，除了證明中華佛教在南洋地

區獲得其他佛教派別的認可外，相較於妙蓮和尚積極將中國佛教的因素引入南洋，本忠則是積極的

將南洋地區的因素引入極樂寺，賦予極樂寺以南洋地區的宗教符號。見薛莉清：《晚清民初南洋華人

社群的文化建構：一種文化空間的發現》，頁 218。 

76 釋寶慈在〈重遊佛教公司序〉中明言：「其地則為信仰佛教之暹羅王所特許，故其廣袤得數千唻焉。」

見《極樂寺志》，卷 4，頁 148。 

77 王琛發：〈南洋佛教實業公司的成與敗〉，發表於「第三屆馬來西亞佛教國際研討會」（馬來西亞：馬

來西亞佛教學術研究學會，2013.10.27），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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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在〈寺產志〉已言「世變無常，土產價格升降不定」、〈重遊佛教公司序〉言「世

局頓殊，土產失其值」，反覆點出這個問題，尤其反映在橡膠種植上，最終「佛教實

業公司」之設遂告失敗。78此次失敗使得極樂寺全面受到拖累，債臺高築，寺院維持

陷入危機：「母金數十萬已擲諸虛牝，極樂常住，且緣是而朝不保夕，累累然債臺百

級矣」，也影響極樂寺在南洋佛教界的信譽，79且受到社會非議。招觀海於 1920 年代

至南洋游歷，寫成《天南游記》，途至檳城曾訪問本忠和尚，記下本忠和尚親述佛教

實業公司的成敗始末： 

我等極樂寺之樹膠園，是向暹羅政府領得者。樹膠全盛時，價值千餘萬，後一

敗塗地，不值一文錢。我為經營此山，曾借人家百餘萬，後來除還，尚欠四十

萬元，息與本隨時長大，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倘以個別和尚處之，當要自殺或

憂傷而死……我之意思以為一間佛寺，常常向社會募化，不是長久之策。所

以經營此樹膠園，再其次，則望將來有多少出息，為籌辦及維持一間教大學

之用，可以一蹶不起，種種計畫都不行，既無以自由，更要受人家評論。80 

從本忠口述、招觀海記下的實業公司始末，對照寶慈〈佛教實業公司概述〉內容，

可知佛教實業公司的失敗使極樂寺受到重創，投入大量資本而虧損退場，負債亦鉅，

可說是極樂寺建寺以來遭遇的最大危機，一直到《極樂寺志》寫成出版的 1923 年，

極樂寺還處於危亡之秋。面對這場失敗，寶慈的筆鋒指向主事者善慶和尚：「創之而

始終經理之者，實為善慶禪師，本忠師亦居贊成之列焉。」對於資金的運籌，寶慈

更言本忠完全聽任善慶之議：「忠師竟深信而從所議，則除向各處略集散股外，更為

之籌」，種種種植計畫失敗告終，結果是連本金都賠盡，連帶拖累了極樂寺。檳城文

史學者張少寬認為「佛教實業公司」的失敗，乃因「管理欠妥」與「經營不得其法」，

開墾計畫人力物力不足、又欠缺對土壤、氣候、環境的深入認識。81然而不可否認，

本忠與善慶的「佛教實業公司」構想，不管在當時佛教界或華僑實業界都極有前瞻

                                                 
78 關於極樂寺「佛教實業公司」之創辦與失敗，王琛發有詳細與精闢的討論，見王琛發：〈南洋佛教實

業公司的成與敗〉，頁 1-15。 

79 王琛發：〈南洋佛教實業公司的成與敗〉，頁 1。 

80 招觀海：《天南游記》，頁 27。 

81 張少寬：〈善慶和尚與佛教實業公司〉，《檳榔嶼華人史話》，頁 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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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只是一項大膽的投資，其投入資本、人力、物力的龐大，儼然已有企業體的

規模，82而「佛教實業公司」的「公司」制度，遵循的是以商業模式出發的西方「公

司」制度，83王琛發指出此「可說是現代漢傳佛教事業轉型的一次大實驗」。84在《極

樂寺志》書寫裡，寺院發展與時代脈動、世界局勢變化、南洋週邊的區域國家始終

有深切的連動，最標誌性的體現便是「佛教實業公司」，關於「佛教實業公司」的一

連串書寫，也成為《極樂寺志》中的地方感書寫的代表性文本。85 

（三）〈五大總理傳略〉及地方僑紳相關書寫 

《極樂寺志》中屢次提到極樂寺的五位大總理，86分別為張煜南、張弼士、謝榮

光、鄭嗣文、戴春榮，皆為活躍於南洋的僑紳富商，他們對極樂寺初期的建設與發

展有著重大貢獻。極樂寺於 1891 年草創時僅建成一座大士殿，據寶慈〈創建白鶴山

                                                 
82 釋寶慈在〈重遊佛教公司序〉言，公司開墾種植之初，「所植皆南方土宜如椰子，如樹乳，如甘蔗，

紛披萬本，新翠欲燃，大薯千畦，且購機製粉焉，孰不謂其興也。」〈佛教實業公司概述〉亦言佛教

實業公司投入極大的生產成本以擴大生產規模：「旋即購機器，鑿池建廠，聘上工增苦力。」王琛發

指出，以 1920 年代的租金物價來看，在同一時代，本忠法師和善慶法師帶領著極樂寺上下創設佛教

實業公司，從內部「擁資一百四十餘萬金」發展到對外「欠債四十餘萬」，可知佛教實業公司的資本

較於一般商人雄厚。即是寶慈〈佛教實業公司概述〉中所謂「母金數十萬」也不是個小數目。王琛

發：〈南洋佛教實業公司的成與敗〉，頁 11。佛教實業公司顯然是朝向有規模的企業體發展。 

83 關於「公司」的概念，主要純粹指向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資本單位，然而關於近現代南洋華人社會

的「公司」概念，面向相當多元，大致幾可指涉所有華人關於地緣、村社、宗族等組織結社，如檳

城的龍山堂「邱公司」、世德堂「謝公司」，是以地緣宗族組織起來的自治團體，這已不同於只存在

於現代經濟法制規定下的公司。更詳細的討論見陳國偉、黃木錦、黃蘭翔：〈十九世紀南洋城市中華

人「公司」的空間形構：馬來西亞檳城之案例研究〉，收入蕭新煌編：《東南亞的變貌》（臺北：中央

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2000），頁 617-683。而極樂寺所創辦的「佛教實業公司」更接近現代

經濟概念中的「公司」，而非地緣、宗族取向的組織結社。 

84 王琛發：〈南洋佛教實業公司的成與敗〉，頁 15。 

85 必須說明這個大膽的佛教事業開創性實驗，始終來自於護教弘圖的初衷，寶慈〈善慶和尚傳〉言：

「審其志之所歸，則欲藉有為之實業，宏振無為之佛教，趍風會，收時譽，為僧界之陶朱。倘能如

願以償，則所行定有可觀也。」王琛發也指出善慶法師致力於佛教公司，其思想背景是有整套修學

體系以及佛學理論支撐，善慶「以出世心成救世業，則不罹世網；以救世業為出世道，則不為業纏」

（〈善慶和尚六十壽序〉）的說法，乃承鼓山曹洞家風，遙續《華嚴》理事無礙之說。王琛發：〈南洋

佛教實業公司的成與敗〉，頁 6。 

86 事實上應有六位，包括張煜南之弟張鴻南，見〈檳榔嶼白鶴山極樂寺碑〉，收入傅吾康、陳鐵凡合編：

《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 2 冊，頁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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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樂寺碑〉87此大士殿為妙蓮、得如、本忠出衣缽之餘建成，而其後極樂寺得以發展

正統的漢傳佛寺規制，要從 1894 年得到張煜南等華商僑紳的資金挹注，極樂寺的基

業才算成立。 

寶慈〈創建白鶴山極樂寺碑〉對極樂寺初期發展的始末有清楚的敘述： 

歲辛卯，成大士殿於山麓，借極樂以顏寺，狀白鶴以名山。……乙未（按：即

1894年）季春，則有僑紳、張君振勳、張君煜南等六人者，同發悲心，願勷

勝業，遂復山開，功德金布給孤，諸禪師乃尊之為大總理，以倡建築功。88 

在〈極樂寺緣起述略〉亦有類似說明： 

乙未季春，始有僑紳張公振勳、張公煜南者，願為緣首。嗣又得謝公榮光、

鄭公嗣文、戴公喜雲從而和之。蓮師等遂尊此五人為大總理，且引西例，以

本寺呀囒掛砂張公振勳，以表其誠，藉之而集眾緣倡勝善也。由是，而蓮師

與得如、本忠、善慶等之托缽生涯，亦積歲不休，顧其芒鞋所至，除英屬七

州府而外，如仰光、如荷屬蘇門答臘一帶，及暹羅所領各地共一百七十餘埠。

善緣既廣，巨款乃集，而勝業遂成。89 

「呀囒」為英文 grant 之英譯，妙蓮為感謝此數位南洋僑紳大德在極樂寺初期的大力

資助，也欲藉由僑紳的聲望及影響力為極樂寺聚足廣大佈施善緣，因此將寺產管理

權交給張振勳等人，並說明這有「西例」可循。 

所謂「西例」者，為當時英國殖民政府在馬來亞有封僧人爵位和委任佛教財產

管理人的權限，甚至可以派任公部門人員組成教堂的管理委員會，不過這種情形只

會發生在依賴殖民政府經濟輔助的宗教機構。90從這些例子可以知道英國殖民時期，

馬來亞的宗教機構如寺院或教堂，產權所有者或管理者不一定是宗教人士，並且有管

理權委外的制度，僅管極樂寺的籌建沒有英殖民政府官方的資源，而全由民間捐助，

依然可以依循此一制度，委託僑紳富商擔任寺院總理，確保寺院管理經營的聲譽與

                                                 
87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3，頁 130。 

88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3，頁 130。 

89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7，頁 217。引文中之底線為筆者所加。 

90 相關討論見陳秋平：《移民與佛教：英殖民時代的檳城佛教》，頁 9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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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性，南洋的華人寺院宮廟或宗祠，有總理制度或組成董事會的情況很常見，91而

極樂寺作為星、馬一帶早期的禪宗叢林，妙蓮和尚寺院產權委外管理的決定，顯然

是中國佛寺走出本土後的在地調適，以適應與中國本土大相逕庭的「炎荒政俗」。 

《極樂寺志》卷 7〈外紀〉，收錄〈五大總理傳略〉，在中國本士佛寺志中，為檀

那立傳編入寺志者雖亦有之，然論傳主之於寺院的意義以及銜稱，極樂寺五大總理

在寺志中無疑佔有更重要的位置。寶慈所編〈外紀〉主幹即為五大總理與張鴻南的

傳記，另有一篇〈極樂寺緣起述略〉以及檳城著名的宗教女慈善家陳西祥善緣記略。

極樂寺五位總理皆為廣東籍客家人，他們都是在南洋發展致富的僑商，在南洋的事

業版圖橫跨荷屬蘇門答臘、英屬馬來亞，經營的事業如錫礦、橡膠、咖啡、向殖民

政府承包煙酒鴉片等餉碼專利等。值得注意的是五人當中，張弼士、張煜南、謝榮

光、戴春榮皆曾在清末任檳榔嶼副領事官；在殖民地政府方面，張煜南受荷蘭東印

度政府先後委任為「雷珍蘭」（Letnan）、甲必丹（kapitan）和「瑪腰」（Mayor）等職，

謝榮光曾任荷蘭甲必丹，鄭嗣文則是英屬霹靂州甲必丹。雷珍蘭、甲必丹、瑪腰等

職銜的出現，乃荷蘭、英國殖民政府在南洋遴選各埠殷實有聲望的華人首領，協助

殖民政府管理當地華人，可知極樂寺五大總理在中國與英荷殖民政府皆有深厚的政

商關係，同時也是南洋華人社會具有影響力與聲望的領袖。在〈五大總理傳略〉中，

寶慈皆先寫道五人在中國與英、荷的職銜、從事的實業，最後才述及佈施極樂寺的

因緣；此外，相較於檳城其他寺廟的董事人或信理人皆有干預寺務、延請或逐退僧

人的直接權利，也就是掌寺廟實際的領導權，92極樂寺雖有大總理之設，而從〈五大

總理傳略〉內文來看，五人似乎為名義上擔任總理職銜，而未曾干涉寺務。 

儘管如此，極樂寺「呀囒掛砂」予五大總理，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寺院產權交

託，因此 1919 年極樂寺最後一位大總理戴春榮過世後，隔年寺方與戴氏子孫便決議

                                                 
91 參閱傅吾康、陳鐵凡合編之《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宮廟寺院宗祠的碑文，幾乎隨處可見寺方廟

方有董事人、總理人稱銜的名字。 

92 如檳城第一座華人廟宇廣福宮，董事會成員為閩粵兩籍，舉凡僧人聘用，香資、餉碼的分配，介入

廟宇經營的程度很深，早期廣福宮亦存在幫群會黨的政治角力的問題。見陳美華：〈馬來西亞的漢語

系佛教：歷史的足跡、近現代的再傳入與在地紮根〉，收入李豐楙等著：《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宗教與

認同：伊斯蘭、佛教與華人信仰》（臺北：中央研究院，2009），頁 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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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極樂寺管理權移回寺方。戴春榮子嗣戴培基撰寫〈極樂寺管理權記〉一文，說明

管理權委託與移交寺院的始末： 

開創之初，規模宏大，經營擘畫，端資巨室富商，僧眾乃請於方丈以管理之

權，委託張太僕弼士、鄭資政慎之、謝方伯夢池、張京卿榕軒，暨先大夫榮

祿公合五人，遞相管攝，三十年中，悉循初約，更迭護持。夢池弼士諸公，

先後歸道山，惟先大夫巋然獨存。時經管之權，專屬先大夫。先大夫常語吾

輩曰：「凡物各有主，即職有專司。越俎代庖，豈能持久？惟茲物產，既屬寺

產，他時管理，應還寺僧。權限有歸，保存自易。」93 

《極樂寺志》卷 8〈外紀〉另收錄戴榮光之子戴培基所立具有法律效力的誓書，自

1920 年開始，極樂寺的產權與管理權名義上與實質上便正式歸於寺方。從〈五大總

理傳略〉到〈極樂寺管理權記〉，可以看到極樂寺創建以來與南洋華僑社會緊密的聯

結網絡，展現出鮮明的南洋／英殖民地的地方法治屬性，與中國近世世家大族直接

介入寺院的經營管理，或是明清時期寺院與宗族的依附關係已不相同。94 

（四）〈名勝志〉中層累的華夷風土與地方感 

《極樂寺志》對於南洋地方感的形塑，從序言書寫開始便可見極樂寺在形象上

顯然有別於中國本土佛寺： 

南洋檳榔嶼極樂寺建於白鶴山中。山為嶼之主峰，而寺亦殊莊嚴巍煥，若與

山相待而為美。是故香流雲漢、翠挹羣峰，遠撫重瀛、近收半島。歐亞海客

咸頌其勝，即此之由，然三十年來無志之者。95 

寶慈所勾勒的極樂寺形象，明顯以觀光的視角出發，突出了極樂寺風景秀麗，殿宇

輝煌、並面向「歐亞海客」開放的特質。若與清乾隆年間刊刻的《鼓山志》作一對

照，更能看出極樂寺與祖庭在文化形象上的差異。黃任在《鼓山志‧序》中言： 

吾閩之鼓山，去城三十里而近，至唐而始顯，僧神晏象教繼興，宋蘇才翁、

                                                 
93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4，頁 141-142。 

94 陳玉女：〈明清閩南家族與佛教的社會救濟〉，《泉州師範學院學報》31：1（2013.2），頁 18。 

95 釋寶慈：〈極樂寺志序〉，《極樂寺志》，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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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君謨、朱晦翁諸君子各有題咏，而名人韻士之流連景光、發為歌吟者，又

不可以計數也。然則山志可任其殘脫不修乎？96 

在修纂者黃任眼中，鼓山的詩文題詠、摩崖石刻，歷來為世人稱道，因此鼓山文化

面向的是文化精英，提倡風雅傳統，相較之下，極樂寺顯然更向一般海外僑民與世

界各國人士敞開佛門：「自是島氓僑士，樂趣真宗，異國王公，喜登勝地，是無遮之

佛會，是平等之公園。」97也因此，自第二任住持本忠和尚開始，極樂寺「公園化」

的形象與檳城的都市氣息相通，一直到民國時期的中國文人眼中，檳城即為一座大

公園，極樂寺則是公園的一景： 

談到檳城的風景，大家都知道有一座檳榔山、極樂寺、蛇廟和植物園，及美

麗的海和清潔的街道。真所謂有山有水，不愧為南洋的一座公園。98 

極樂寺的「小鼓山」形象大多存在於清末南來的中國佛教徒與文化精英間，對於廣

大的南洋僑民與世界各地的旅行者而言，極樂寺已為檳城「地景」（landscape）與「地

方感」（Sense of place）的一部分，而非作為遙遠的中國漢傳佛寺的分支而存在。 

《極樂寺志》中對於風景、風土的書寫，除了突出西方概念下的「公園」形象，

在〈名勝志〉中，亦帶出一種層累的華夷風景，交融了極樂寺草創初期與馬來原生

風土、英國殖民地景的相遇。〈名勝志〉第一條「白鶴山」言山在「檳榔嶼之西，地

屬英轄，土名亞逸意淡」，土名指的是巫來由語，亦即馬來語，據 1883 年林衡南所

編以漢字為馬來語注音的常用詞彙工具書《華夷通語》，「亞逸」為水之意，「意淡」

即《華夷通語》中的「希淡」，指黑色，99「亞逸意淡」原意為馬來語「黑水」，是以

漢字拼成、以閩南語發音的馬來語。《極樂寺志》中提到「土人」（巫來由人）一語

出現在〈名勝志〉中，則不經意的展現了極樂寺建寺之前原生的馬來風土，如〈青

獅巖〉： 

                                                 
96 清‧黃任撰：《鼓山志‧序》，頁 12。 

97 釋寶慈：〈創建白鶴山極樂寺碑〉（1907），《極樂寺志》，卷 3，頁 133。 

98 李能梗：《外交圈內二十年》，轉引自鄺國祥：《檳城散記續集》（新加坡：新加坡世界書局，出版年

不詳），頁 56。 

99 清‧林衡南編：《華夷通語》（新加坡：古友軒印刷館，1883），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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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寶珠巖，以其有石如珠故名。在青龍崗。腰深五六丈，濶六七丈，其上

石蓋，天然齶紋縐積如獅，張口亦一奇也。從寺前大路轉左，循石磴，入重

山中，約五百餘級抵巖下，初由土人闢之，以供土神。今請寺僧主其香火，

則兼供佛像矣。100 

又〈黑水澗〉： 

在山門外，石磴之左，窪窱而下，相去約數百步，土名亞逸意淡，譯即黑水

也。草昧之初，其水色黑，故以為名。奇石纍然如蹲象，如伏虎流，從石隙

過，淙然有金石聲，故又名玉澗。水明沙媚，遊客每就澗浴。土人又跨石為

梁，倚壁作亭，以奉所謂拿 公。從石梁橫渡小徑而上，即本寺大士殿山門

也。101 

〈青獅巖〉中土人闢之的「土神」，即為〈黑水澗〉中土人「跨石為梁，倚壁作亭」

所供奉的「拿督公」。「拿督公」為馬來群島原始的泛靈崇拜與華人土地信仰的結合，

陳愛梅、杜忠全指出拿督公信仰本身是一種「番神唐化」的現象，並成為華人社會

日常生活中的普遍信仰。102祭拜拿督公的地方普遍分布在山林地界，最常見的拿督

公便是以自然物體如土堆或石頭旁立香爐祭拜，103由於拿督公等同於華人傳統信仰

中土地神的角色，因此不論是民間信仰的廟壇，或者是佛教寺廟，廟外都可見到拿

督公神龕。〈青獅巖〉中所謂「初由土人闢之，以供土神。今請寺僧主其香火，則兼

供佛像」，展現了一種相互兼攝的華夷關係。除此之外，〈名勝志〉的書寫中亦保留

了英國開埠後的殖民地景，如〈玉澗橋〉： 

在本寺石磴前，為英政府建築物。初築以石因雨盛，流急而塌，今改為鐵橋

                                                 
100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1，頁 66。 

101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1，頁 70。 

102 陳愛梅主持田野調查團隊，實際考察馬來西亞現存的拿督公廟，提出拿督公信仰具有「番神唐化」

的特質，進而深入的梳理拿督公的類型與職能，見陳愛梅、杜忠全：〈番神唐化─馬來西亞拿督

公信仰〉，《臺北大學中文學報》30（2021.9），頁 601-633。陳愛梅的研究展現了「拿督公」信仰發

展過程裡「華番融攝」的不同層次與複雜性，對本文深具啟發。 

103 梅井編著《馬來人風俗》中提到：「相傳每一個山林地界都駐有個別的拿督公……凡是幽深的山谷，

漩渦的海面，奇形的大樹，或怪狀的巨石等等也一樣可以成為拿督公的安居處。」極樂寺地處山區，

這也概也是為何在寶慈〈名勝志〉中不只一處提到有拿督公的祭臺。見梅井編著：《馬來人風俗》

（檳榔嶼：馬來亞文化協會，1957），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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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至此而止。104 

〈升旂石〉： 

在寺後鶴頂峯上，英人闢埠時甞立表旗於石上，遺孔尚存，以能俯瞰全埠也。105 

〈青龍崗〉： 

為鶴山左支脈，崇嶐崨嶪，勢若游龍，斜趨向海。若壯夫伸臂，以護全島。

其勢欲歇處，則一峯崷然。如龍昂首每崗上雲起，輒大雨時至，有小巒附其

山嵎，若綴頷珠然，英人平之，作濾水塘，然其本形尚可見也。106 

英國殖民地風土、馬來原生風土，都被寫入極樂寺地景當中，然而作為漢傳佛教的

地理空間，極樂寺周邊大部分的原生風土、殖民地景都被納入中國地景的命名傳統

中，如「𣒰檀石」、「壽佛石」、「青龍崗」、「白象崗」、「仙人下碁石」、「聽泉臺」等，

所有原生風景都是經過文化選擇而重新被命名，遵循著某種文化的內在規則，如〈名

勝志〉中幾乎統一以三音節命名，在詞構上有其一致性，內嵌了中國傳統中審形察

勢的形家思維，極樂寺建寺之初妙蓮和尚將極樂寺所在的亞依淡山麓命名為「白鶴

山」：「其最高一峰，嵂然秀出，左右支脈為青龍，白象兩崗，若拱衛焉。據形家言

峯，如白鶴展翅，宜建梵剎，故以為名。」107又如「𣒰檀石」、「壽佛石」、「盤陀石」

（又名「金剛座」）都以佛教語義建構極樂寺週邊自然景物的宗教向度，遵循的依然

是中國傳統形家的命名邏輯。在〈名勝志〉末有寶慈論曰： 

南洋地近熱帶，位處離明，天地之氣，宣而不蓄。然其山勢大都散漫粗衍，

皆未足與華夏諸名山相頡頏。惟鶴山獨以秀拔見稱，且踞歐亞孔道，又於紛

華鬧市之外，得此蓮宮梵剎以點綴之，助幽緻而滌征塵，則其勝概愈覺可愛，

亦猶豪傑得所憑藉以成名。蠻夷大長，名振漢廷，豈異於是？夫天之生物，

必因其材而篤。然則茲山之闢固，天使之為歐亞化城歟？108 

                                                 
104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1，頁 71。 

105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1，頁 67。 

106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1，頁 65。 

107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1，頁 62。 

108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1，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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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充份的將極樂寺的歷史與文化定位帶入了觀勢察形的華夷情境中，呈顯出

一種交織、碰撞、多層次的華夷風土觀，裡頭交錯著華、洋、夷與佛教視域。文中

首先點出南洋（炎荒）／華夏的文化與地理的對應關係，「皆未足與華夏諸名山相頡

頏」是第一層的華夷觀；接著帶出在炎荒之中有一鶴山，不止秀拔足以媲美華夏名

山，又兼「踞歐亞孔道」，西方視域的進入使「夷」的內容產生了質的變化，鶴山極

樂寺處於一個獨特的華夷位置上，華夷關係並非消長與位序高下，而是相互助長之

勢，王德威指出「勢」是一種「『勢態中的潛力』、一種因勢利導、或順勢介入的方

法」，109鶴山極樂寺則正位於此華夷交會所帶來的「勢」中，原本南荒的「宣而不蓄」

之氣、「散漫粗衍」之勢，至此逆轉成為一種突起的力量：「豪傑得所憑藉以成名」，

這是第二層的華夷觀；最後引入佛教視域：「夫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然則茲山

之闢固，天使之為歐亞化城歟？」寶慈引《法華經》的〈化城喻品〉的故事：某行

商團欲往某地尋寶，但路途遙遠險惡，過程中眾人疲累退卻時，團中導師權巧變化

出一座城郭，供眾人暫得休息蓄養精力，以使眾人能繼續往寶物處前進。「化城」指

小乘之涅槃，為佛陀欲使眾生皆能究竟大乘涅槃而行方便權巧的法門，寶慈將檳城

極樂寺比喻為歐亞之「化城」，為眾生得大乘涅槃的過程中暫得休憩之所，成為第三

層的華夷觀，在佛教的世界裡，華夷界線終補被徹底泯除，極樂寺成為歐亞眾生之

「化城」，接引眾生暫離苦網稍作止息，之後繼續往大乘涅槃的道途前去，即〈化城

喻品〉中所說「以方便力，而於中道，為止息故，說二涅槃」，110其中〈化城喻品〉

裡「險難惡道」的意象、寶慈「歐亞之化城」的聯想，也巧妙與極樂寺的地理軸線

及海洋航路接軌。綜觀寶慈全文，適可與王德威所標舉的「勢」的詩學互為對照：

「『勢』的詩學依違在審美與政治之間，所隱含審時觀勢的判斷力，以及蘊藉穿越的

想像力。」111 

                                                 
109 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24（2013.12），頁

14。 

110 姚秦‧鳩摩羅什譯：〈化城喻品〉，《妙法蓮華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9 冊（東京：大藏出

版株式會社，1988），卷 3，頁 26。 

111 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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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樂寺志》的書寫呈顯出層累的華夷風土與多維度的華夷辨證。通過寺志書

寫，極樂寺與原生風土的關係、地方網絡與在地經驗都被保留下來。極樂寺雖為中

國漢傳佛教寺院的分支，屬於正統的漢傳佛寺，然而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極樂寺

在華、夷、洋夾雜薈萃的大環境下持續發展與更新，與海洋、貿易、時代同步脈動，

從而體現出極樂寺自身的地方感。 

五、結語 

極樂寺的文學書寫從清末延伸至民初，或可以從謝冰瑩的極樂寺書寫勾勒出一

道文化記憶與文化想像的線索。謝冰瑩〈檳城極樂寺〉一文中見證了康有為題刻於

極樂寺的「勿忘故國」所帶給旅人的「故國」體驗： 

「勿忘故國」這四個大字刻在壽佛石上，是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夏六月，康有

為先生題的，實在發人深省，肅然起敬！這四個簡單的字，比一篇演講辭，

幾個激昂慷慨的標語有力量多了。我曾親眼看見許多人看了這四個字在默默

地咀嚼，也有父親告訴兒子的：「故國，就是祖國呀！不忘故國，就是叫我們

常常想到祖國。」「爸，祖國有這裡大，有這裡好玩嗎？」一個六七歲的小朋友

問。「啊，祖國比這裡大多了，也好玩多了！」他的父親回答著。「那我們為

什麼不回去呢？」「你們長大了，就要回去的。」孩子笑了，我們也笑了。112 

康有為於 1903 年受邀往遊極樂寺，留下筆力猶勁的「勿忘故國」題字，把種種複雜

的流寓情感，化約為「勿忘故國」四個大字，「故國」自此成為一種有效力的文化解

釋，蘊含文化、民族乃至於國家的多重認同，位處南洋的極樂寺也成為遙接「故國」

的甬道。然而從清末到民國，「故國」的概念隨著政權更迭也經過多次轉移，進而從

實質政體轉虛化為一種精神象徵。「故國」的想像隱含一種離散處境，謝冰瑩此時已

隨國民政府來臺十年，於 1958 至 1961 年至馬來西亞華校任教，其時馬來西亞甫脫

                                                 
112 謝冰瑩：〈檳城極樂寺〉，《謝冰瑩文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頁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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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英國殖民成為獨立國家。對於海外離散的、生存於不同國體與政體的華人們依然

能在極樂寺的石刻中，找到「故國」遙遠的身影，此或許也如同寶慈《極樂寺志》

中所引的「化城喻」，看似真實而實為虛幻，一個供「疲極而復怖畏」的離散者短暫

依託棲居的想像載體。 

另一方面，謝冰瑩的〈檳城極樂寺〉也錨定極樂寺的座標，一個以鶴山（阿依

淡山）為視野出發的地理位置，銜接印度洋、馬來半島與南海： 

左邊山脈像青龍，右邊支脈似白象。海道的左面直通印度洋，右通馬來半島，

出海而東，煙波萬里，這是通中國大陸的航路。113 

這種敘述方式，彷彿以極樂寺為中心，國家地域的關係網路、人與商業的交通、文

化的交流與傳播，都可以極樂寺為座標看到華夷的幅湊與紛陳，而這種敘述行文正

是從寶慈《極樂寺志》中來。《極樂寺志》卷 1〈名勝志〉，寫鶴山之最高處為鶴頂峰，

即極樂寺所在的位置，從鶴頂峰可以看到： 

左則紫瀾無盡，直通印度。洋右則螺髻隱隱為馬來半島諸山也。出海而東，

更為大觀，煙波萬里，一望全收。則為通中國之航路云。114 

極樂寺除了作為鼓山湧泉寺、中國文化形象的投影，位於「南蠻」「炎荒」的極樂寺

如何建構自身的地方感？這裡可以看到寶慈《極樂寺志》的地方感書寫，其中有海

洋、島嶼、英國、印度種種複雜的聯結網絡，而極樂寺吞吐涵養其間，容納所有的

華夷紛陳的可能，在本文的討論中，這樣的地方感書寫在《極樂寺志》中並不鮮見，

《極樂寺志》中的寺院沿革、名勝、產業、藝文，乃至於對地方僑紳、護法大德的

記述，皆可提供我們理解極樂寺如何建構與形塑自身地方感。而文化記憶的積累與

銷沉、地方感的形塑在極樂寺的發展歷程與場域空間中，則展示出因時而變的軌跡。 

  

                                                 
113 謝冰瑩：〈檳城極樂寺〉，《謝冰瑩文集》，頁 439。 

114 釋寶慈：《極樂寺志》，卷 1，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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